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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

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 

孔令偉∗ 

本文通過藏、滿、漢、法文等多語種史料，考察康熙、雍正年間的欽差喇嘛楚

兒沁藏布蘭木占巴之事蹟，指出其曾於蒙養齋學習歐洲數學知識，後以駐京達喇嘛

的身分參與《西洋新法曆書》藏文譯本的校勘工作。一七一六至一七一八年他曾作

為欽差，經西寧、拉薩乃至岡底斯山進行測繪調查，最終經由昌都、甘孜返抵成

都，其測繪成果直接影響了一七一九年《皇輿全覽圖》的增訂，促成十八世紀東西

方知識界對喜馬拉雅地區的地理認知。一七二○年代他曾往來於拉薩、西安與打箭

爐之間，負責為清朝管理邊疆情報、地方稅務以及族群關係。在對楚兒沁藏布生平

事蹟進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揭示清代中國的西藏測繪與資訊網絡，曾直接推

動十八世紀喜馬拉雅地理知識的全球化以及歐亞資訊網的整合。 
 

關鍵詞：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 (tshul khrims bzang po rab ’byams pa) 康熙《皇輿全

覽圖》 蒙養齋算學館 岡底斯山與恒河 喜馬拉雅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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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中葉，清朝曾在廣袤的中央歐亞地區建構起橫跨

歐亞大陸兩端的國際資訊網。根據滿、蒙、藏、漢、波斯文等多語種史料顯示，

清朝在拉達克與西藏等環喜馬拉雅地帶曾建構起宏大的情報資訊網，並藉此認識

準噶爾、莫臥兒、薩法維、愛烏罕與俄羅斯等周邊政權。1 由於藏傳佛教在拉達

克、西藏、準噶爾等環喜馬拉雅以及中央歐亞地區社群所發揮的關鍵影響，藏傳

佛教僧人在清朝歐亞資訊網中亦曾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本文研究之欽差喇嘛楚

兒沁藏布蘭木占巴，便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證。在十八世紀初期清朝歐亞資訊

網建立的背景之下，兼通藏漢文化、曾系統學習西方天文曆算知識的楚兒沁藏布

蘭木占巴受命欽差，於一七一六至一七一八年間率領測繪團隊由北京出發，一路

經由西寧、拉薩等地前往岡底斯山脈，測量藏地經緯度並試圖探勘恒河源流，成

為人類文明史上首次對喜馬拉雅地區的科學測繪，其測繪成果並經由耶穌會士傳

入歐洲，進而對十八世紀以降的世界地理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其人其事的史學意義，主要可以從清代地圖測繪、東西

知識交流與全球資訊流通這三層面向進行闡釋。就清代地圖測繪而言，相較於過

去學界側重耶穌會士引進之歐洲測繪技術對清代地圖學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近年

來學者開始強調清代中國地圖傳統與歐洲測繪技術間的互動，其中又以何羅娜 

(Laura Hostetler) 與康言 (Mario Cams) 的研究具有代表意義。2 這種研究思路傾

向將清代中國與近世歐洲放置在對等的視野下檢視，指出清代地圖測繪的發展並

非一味被動地接收歐洲技術，而是體現在東西方二者間的交流。與此同時，從世

界史的比較脈絡來看，清代的地圖測繪作為一種統治技藝，與西方近世帝國建構

下地理學知識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參照意義。延續此學術脈絡下的相關討論，本

文以考釋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進藏測繪的相關史實為出發，進一步指出清代地圖

測繪發展中內亞因素所發揮的關鍵意義。清代中國對於滿洲、蒙古、西藏與新疆

各地地理學知識的建構，並非只有耶穌會士與漢地文人的參與，實際上出身內亞

                                                 
  1 孔令偉，〈1724-1768 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以清代中國對莫臥兒

帝國的認識起源為核心〉，《清史研究》2018.2：27-48。 
  2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Mario Cams, Companions in Geography: 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 (c.1685-1735) (Leiden: Bril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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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的學者、官吏與線人也曾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3 本文所研究的楚兒沁藏布

蘭木占巴，為一出身藏地的格魯派學問僧，不僅通曉藏傳佛教中的算明  (rtsis 

rig)，也曾學習歐洲數學，他在西藏進行的首次科學測繪，可謂內亞知識人溝通

東西方測繪技術與地理知識的關鍵實證。 

從清代地圖測繪進一步出發，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在喜馬拉雅地區的測繪成

果，對於探討近世東西知識交流具有深刻的史學意義。近年學界對於明清中國與

西方間的知識交流與比較，一方面關注中國自身的知識傳統而避免套用現代的科

學觀念，另一方面也開始留意明清中國對西方知識的詮釋以及中國經驗對西方知

識界的影響，而不只是描述西方科學如何輸入並影響中國。4 本文通過闡明楚兒

沁藏布蘭木占巴的知識背景，指出其兼通藏、漢、滿文以及東西方天文曆算的多

元背景，使他的活動場域成為東西方知識交流所形成的接觸區域 (contact zone)。 

此外，除了近世中國與歐洲間的交流，近年來學者也從全球史與比較文明的

角度出發，而愈加關注中國與印度間的地理認知與文化互動。5 作為中國與印度

的中間地帶 (middle ground)，西藏與環喜馬拉雅地區成為了清代新興地理知識的

關注點，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結合藏地文化傳統以及西方測繪科技所生產之喜馬

拉雅地方性知識 (local knowledge) 正推動此一歷史潮流；而其對恒河的探源行

動，不僅隨著官方的認可而成為清代中國對印度的根本認知，更藉由其溝通東西

的知識背景而傳入歐洲學界，並最終成為十八世紀以降世界地理學界關於喜馬拉

                                                 
  3 如承志 (Kicengge) 近年對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烏喇等處地方圖》、《黑龍江流域圖》

等滿文輿圖的研究顯示，黑龍江與寧古塔將軍及其手下兵丁，連同畫匠與地方嚮導等具有

滿洲、索倫、達斡爾甚至俄羅斯背景的人員，曾在清康熙年間對東北亞的測繪行動中發揮

過重要作用；承志，〈滿文《烏喇等處地方圖》考〉，《故宮學術季刊》26.4 (2009)：1-
74；承志，〈尼布楚條約界碑圖的幻影——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研究〉，《故宮學術季

刊》29.1 (2011)：147-236。 
  4 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Benjamin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Qiong Zhang, Making the 
New World Their Own: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Jesuit Science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Leiden: 
Brill, 2015). 

  5  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heldon 
Pollock and Benjamin Elman, What China and India Once Were: The Pasts That May Shape the 
Global Fu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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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的知識起源。由是觀之，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的測繪行動具有世界性的貢獻，

其溝通東西的地位更促成了十八世紀以降清代中國地理知識的全球化進程。 

有鑒於此，本文通過研究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希冀對清代地圖測繪、東西

知識交流與全球資訊流通等史學議題有所推進。先行研究囿於史料所限，對其入

藏測繪一事語焉不詳，乃至多有訛謬。6 本文利用藏、滿、漢、法文等多語種史

料，重構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早年生平、入藏測繪乃至於邊疆情蒐等經歷，進而

通過考察其測繪成果對十八世紀以降西方地圖學界的影響，指出清朝測繪所得之

喜馬拉雅知識對世界地理學發展所產生的重大歷史意義。 

二‧學貫東西：康熙朝蒙養齋算學館中的藏地喇嘛 

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是清朝前期首次以科學方法測繪西藏地圖的關鍵人物，

關於他的生平事蹟在清朝官書中有幾處零星記載，其中僅略微提及他曾在康熙五

十六年  (1717) 與理藩院主事勝住一同進藏測繪輿圖一事。如嘉慶《大清一統

志》岡底斯山條曰：「本朝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理藩院

主事勝住等繪畫西海、西藏輿圖，測量地形，以此處為天下之脊，眾山之脈皆由

此起云。」7 清代漢文官修史書中提及「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不過寥寥數

                                                 
  6 前人多將「楚兒沁藏布」與「蘭木占巴」誤斷為兩位喇嘛，見：汪前進、劉若芳整理，

《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康熙皇輿全覽圖》（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頁 6；馮明

珠，〈黃河遠上白雲間——關於河源認識之探討〉，馮明珠主編，《盛清社會與揚州研

究》（臺北：遠流出版，2011），頁 157；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

版本〉，《故宮學術季刊》30.1 (2012)：77；李孝聰、白鴻葉，《康熙朝皇輿全覽圖》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頁 48；韓昭慶，〈康熙《皇輿全覽圖》與西方對中

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6：137。康言 
(Mario Cams) 則誤將「楚兒沁」與「藏布蘭木占巴」視為兩人。Cams, Companions in 
Geography, p. 122. 藏族學者、劍橋大學博士 Lobsang Yongdan 曾謂「這兩位喇嘛是誰？簡

短的答案是我們不知道」(Who were the two Lamas? The short answer is we do not know)。
Lobsang Yongdan, “The Translation of European Astronomical Works into Tibetan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Inner Asia 17 (2015): 185. 孫喆與陳柱的研究雖曾提及此人，然語焉不

詳，多有臆測。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2003），頁 50；陳柱，〈康熙朝清廷對拉達克地圖的繪製〉，《中國藏學》

2019.3：101-113。 

  7 穆彰阿等修訂，《嘉慶重修一統志》（收入《四部叢刊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6），卷五，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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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撲朔迷離。實際上，「楚兒沁藏布」 (tshul khrims bzang po) 乃此人藏文法

名，華言「善戒」；「蘭木占巴」則為藏傳佛教格魯派格西學位「蘭占巴」

(rab ’byams pa) 的音寫。十八世紀前期根據耶穌會士回憶撰寫而成的法文史料亦

曾提及楚兒沁藏布並稱其為戴「黃帽」(chapeau jaune) 者。8 由此可見，楚兒沁

藏布蘭木占巴應為一格魯派僧人，並在系統性地接受佛學教育後取得蘭占巴格西

學位。此人兼通藏、漢、滿文，並曾專門研習西藏與歐洲的天文曆算知識。關於

他的出身，岳鍾麒  (1686-1754) 於雍正三年  (1725) 七月十三日的奏摺中曾以

「准管理打箭爐稅務喇嘛趙楚爾臣藏布」名之，足證此人曾使用漢姓趙氏。9 明清

兩代位於漢藏交界洮、岷、河一帶的藏地僧人，多有使用複合漢文姓氏與藏文法

名之例，諸如韓禪巴 (’jam dpal)、張星吉藏卜 (seng ge bzang po)、盧老藏靈珍 

(blo bzang rin chen) 等。10 又清代岷州、西寧等地皆有土司氏族冠以趙姓，11 由

此可見兼通藏漢的趙楚兒沁藏布應出身自洮岷河一帶，即清代文獻中所謂的「阿

木島喇嘛」(a mdo bla ma)。12  

除了《大清一統志》外，《平定準噶爾方略》、《蒙古王公表傳》、《清實

錄》等清代官書也曾提到康熙五十六年楚兒沁藏布進藏一事，並言及康熙五十九

年 (1720) 上諭廷臣考證楚兒沁藏布在西藏所調查的測繪成果。如《平定準噶爾

方略》載：「聖祖仁皇帝五十六年，詔遣喇嘛楚兒沁藏布喇木占巴及理藩院主事

勝住等，徧歷西海、西藏所在，量測星野，圖畫地形，於江河諸水無不盡得其

源。覆命廷臣詳考名實，載之職方。」13《蒙古王公表傳》云：「先是準噶爾賊

                                                 
  8  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Paris: P. G. Le Mercier, 1735), vol. 4, 
p. 465. 此份史料保留許多關於楚兒沁藏布的關鍵資訊，以下將詳細介紹。 

  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1980），第 4
輯，頁 673。 

 10 孔令偉，〈洮岷藏傳佛寺入清之興衰及其背後的蒙古因素——以《內閣大庫檔》與《理藩

院滿蒙文題本》為核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4 (2015)：855-910。 
 11 汪元絅修，田而檖纂，康熙《岷州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甘肅府縣志輯》39，南

京：鳳凰出版社，2009，據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影印），卷三，頁 32-33；楊應

琚，《西寧府新志》（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劍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卷一

二，葉 11。 
 12 尹泰等纂修，《欽定大清會典》（清雍正十年[1732]內府刻本，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

圖書館藏），卷二二二，葉 5。 
 13 傅恒等纂，《平定準噶爾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57 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7），前編卷八，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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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至藏，遣理藩院主事勝住、喇嘛楚爾沁藏布喇木占巴等往圖地域，至是大兵

入，諸番內附。上以山川名號番漢異稱，命大學士九卿等詳考西南徼外輿地。」14 

由此可見康熙帝曾組織文臣對楚兒沁藏布及勝住等人從西藏所帶回的測繪成果進

行研究，直接影響了當時清廷的地理認知，這正也是岡底斯山進入清朝地理知識

體系的起源。關於康熙帝命閣臣考訂楚兒沁藏布的上諭，見《清聖祖實錄》：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辛巳，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朕於地理，

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

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侖、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

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

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

明核，庶可傳信於後……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云眾山水之根，與釋典之

言相合……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考明具奏。15  

受到方言口語的影響，岡底斯在藏文文獻中常作 gangs te se，實際上正字法應作

gangs ti rtse，字面意即「水峰山」。其山在藏文中之所以名為「水峰」(ti rtse)，

即謂其為馬泉河、象泉河、獅泉河、孔雀河諸水發源之地，因此康熙帝在此段上

諭中稱「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云眾山水之根」。康熙帝的這段上諭，被收入

《聖祖仁皇帝聖訓》等清代官書中從而得以廣泛流傳，16 隨後為齊召南  (1703-

1768)、戴震 (1724-1777)、魏源 (1794-1857) 等學者的地理學著作所引用，17 對

於清代地理學知識的發展產生了直接而廣泛的影響。 

                                                 
 14《蒙古王公功績表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54 冊），卷九一，頁 21。 
 15《清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二九○，頁 819-820。 
 16 愛新覺羅‧玄燁，《聖祖仁皇帝聖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11 冊），卷五

二，頁 10。 
 17 齊召南《水道提綱》：「山脈自岡底斯山蜿蜒而東，至此為諸山祖，其西麓水為雅爾嘉藏

布河，西流入喀齊國。」齊召南，《水道提綱》（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3
冊），卷八，頁 9。按：清代漢文文獻所謂「喀齊」，係音寫自藏文 kha che（穆斯林），

指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度莫臥兒帝國。這個詞彙通過清朝在拉達克所建立的情報網絡，先後

由藏文轉譯為蒙古文、滿文並進入清廷的地理認知中，具體考證見：孔令偉，〈1724-
1768 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頁 27-48。戴震《水地記》：「今番語

呼岡底斯者（以下原文小注）譯言羣山水根也，值西寧府西南五千五百餘里。」戴震，

《水地記》（乾隆四十二年[1777]鈔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卷一，頁 6；魏

源，《岡底斯山考》（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清光緒年間上海著易堂排印

本），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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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居北京紫禁城的康熙皇帝之所以能夠得知遠在千里之外的岡底斯山的具體

位置並認定其為「天下之脊」，實則有賴楚兒沁藏布一七一七年入藏所作的實地

調查結果。如《皇輿西域圖志‧西域山脈圖說》曰：「大地群山之脈，自西而

東……按其統宗起脈之處，在西藏極西鄙之岡底斯山，直陝西西寧西南五千五百

九十餘里，地勢由西南徼外以漸而髙，至此為極。本朝康熙五十六年遣使測量，

以此處為天下之脊，眾山之脈，皆發於是。」18 換句話說，戴震等清代考據學者

對於岡底斯山的知識根源，實際上得歸功於康熙五十六年楚兒沁藏布在藏地的測

繪調查。由此可見，楚兒沁藏布的測繪活動，對於清代地理學知識的發展乃至於

漢藏文化的交流，均有重要的貢獻。關於楚兒沁藏布入藏進行測繪調查的具體經

過，仍有進一步推進的空間，以下謹據漢、藏、滿、法文等相關史料，對其人其

事進行相關考釋。 

如前所述，楚兒沁藏布當為一格魯派僧人且曾考取格西蘭占巴的學位。根據

現存藏、滿、漢、法文史料，他活躍於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初期，並且曾供

職清廷，先後在北京、拉薩、西安與打箭爐留下身影。楚兒沁藏布早年的事蹟，

首見於藏文史料。康熙二十二年 (1683) 至三十九年 (1700) 間，清廷刊刻藏文大

藏經《甘珠爾》(bka’ ’gyur) 之部，楚兒沁藏布曾作為校勘人員參與其中。根據康

熙三十九年《甘珠爾》題記所附之藏文職名表，其中「《甘珠爾》之文字校勘人

員」(bka’ ’gyur gyi yig ge zhu dag byas mkhan) 列有「格隆楚兒沁藏布」(dge slong 

tshul khrims bzang po)，由此可見其在康熙三十九年以前已在北京居住，並得參與

藏文《甘珠爾》刊刻校對工作。19 康熙五十二年 (1713) 適逢康熙帝六十大壽，

清廷於熱河避暑山莊修建溥仁寺為之慶祝。20 根據理藩院滿文硃批奏摺，康熙五

十三年  (1714) 初，他曾作為「裕親王廟達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elgiyen 

cin wang ni miyoo i da lama ts’ulcin dzangbu ramjamba) 被選赴甫建之熱河溥仁寺擔

任領經喇嘛。21 因此可以推斷，在康熙三十九年至五十二年間，楚兒沁藏布從一

                                                 
 18 傅恒等纂，《皇輿西域圖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0 冊），卷二，頁 3。 
 19 Bka’ ’gyur (pe cing)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no. 014257984), vol. 106, 職名下一. 
 20 愛新覺羅‧玄燁，〈御製溥仁寺碑文〉（康熙五十三年[1714]），石碑今存承德避暑山莊

溥仁寺。另康熙親筆御書〈溥仁帖〉（即溥仁寺碑文書帖）今亦存世，圖版見：北京保利

國際拍賣有限公司，2008 年春季拍賣會，編號 1709。 
 2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縮微膠捲，機構包），第 9 卷，理藩

院，編號 884-88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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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負責校勘藏文《甘珠爾》的格隆，晉升為管理皇家寺院的達喇嘛。22 隨後並在

康熙五十六年受清廷所托，前往青海與西藏等地測繪輿圖。《聖祖仁皇帝庭訓格

言》謂：「朕以治曆之法，按天上之度以準地里之遠近，故毫無差忒。曾分道遣

人盡山川城郭，而量其形勢，南至沔國，北至俄羅斯，東至海濱，西至岡底斯，

俱入度內，名為《皇輿全圖》。」23 康熙帝所謂的「治曆之法」指的就是耶穌會

士所使用的星象三角測量法。康熙帝之所以明白三角測量法的準確性，主要是因

為他曾經向耶穌會士張誠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 學習過天文儀器與

實地測量。24 至於身為藏傳佛教僧侶的楚兒沁藏布又是如何掌握西方測繪方法，

從而完成《皇輿全覽圖》西藏部分的調查任務？要回答這個問題，則不能不理解

十七、十八世紀漢藏曆法與西方天文學知識交流的歷史背景。 

順治九年 (1652) 年底，五世達賴喇嘛應邀前往北京與順治皇帝會面，對於

清初內地與藏地間的文化交流與相互理解，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順治九年十

月，清廷派遣和碩承澤親王碩塞 (1629-1655) 為代表迎接五世達賴喇嘛，25 十二

月初碩塞在河北清河款待了五世達賴喇嘛一行，《五世達賴喇嘛自傳》對於五世

達賴喇嘛本人與碩塞的會面場景有第一手的記載：「隔天親王擺了豐盛的漢式宴

席，那天有一場大暴雪。親王感到驚奇並稱讚道：正如西天 (rgya gar) 外道占星

士湯若望 (thang shi dbang) 所預見那樣。」26 由此可見早在五世達賴喇嘛抵達北

                                                 
 22 藏文格隆，即「比丘」。清代文獻中所謂「達喇嘛」的僧官職位，或稱「大喇嘛」，係譯

自滿文 da lama，意為「首領喇嘛」。關於清代扎薩克喇嘛制度，池尻陽子有系統性的研

究，其中討論達喇嘛一職時曾涉及楚兒沁藏布的零星線索。池尻陽子，《清朝前期のチベ

ット仏教政策の研究―扎薩克喇嘛制度の成立と展開―》（東京：汲古書院，2013），頁

238, 260。 
 23 愛新覺羅‧玄燁，《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7 冊），

頁 55。 
 24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4, pp. 248, 251. 
 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清初五世達賴喇嘛檔案史料選編》（北

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頁 26。 
 26 藏文原文：“sang nyin dbang gis rgyal lugs kyi ston mo bzabs par btang/ de nyin kha tshub che ba 

zhig byung ba rgya gar gyi mu stegs pa’i rtsis pa thang shi dbang gis ji ltar ’ong bar lung bstan pa 
ltar byung zhes dbang ya mtshan du bzung ste bsngags brjod byed skad//”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Za hor gyi ban de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ʼi ʼdi snang ʼkhrul baʼi rol rtsed 
rtogs brjod kyi tshul du bkod pa du k’u laʼi gos bzang (Lha sa: 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2012), vol. 1, p. 351. 如無特別說明，本文以下譯文皆係筆者根據原文史料並比對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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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之前，便聽聞西方傳教士善於預測天象，因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而記入其自

傳當中。五世達賴喇嘛在造訪北京時，更曾親眼見到由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刪訂的《西洋新法曆書》（即《時憲曆》），並認為

這套曆法與藏地的浦派 (phug lugs) 時輪曆有融通之處。27 這也反應出以五世達

賴喇嘛為代表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學者，不僅在十七世紀中葉已經接觸到西方的曆

法知識，並且對新的曆算知識抱持相當的開放態度。 

自從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以後，藏地與漢地之間知識文化交流越趨頻繁，

漢藏兩地之間良好的交流氛圍更體現在蒙藏僧人開始學習《時憲曆》的歷史現象

上。這個發展趨勢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初期，並且導致《西洋新法曆書》先後被

譯為蒙古文與藏文。28《西洋新法曆書》的藏文譯本《漢曆大全》(rgya rtsis chen 

mo) 於康熙五十四年 (1715) 刊行，根據其題記，藏文譯本係由哲布尊丹巴為首

的喇嘛由蒙古文譯本轉譯而成，並且由九位駐京喇嘛負責校勘，其中「達喇嘛楚

兒沁藏布」(t’a bla ma rab ’byams pa tshul khrims bzang po) 之名赫然在列。此外，

據《漢曆大全》題記稱翻譯過程中，「不易理解之處，係與漢文對勘。至於天象

與測繪圖式等需繕寫之處，由漢地曆算博士劉裕錫 (rgya rtsis pa p’o shi le’u yus si) 

書之」。29 關於劉裕錫 (1676-?) 此人，據雍正九年 (1731) 履歷摺所載，其於康

                                                 
有譯本修改而來，請讀者自行參考。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陳慶英、馬連龍、馬

林譯，《五世達賴喇嘛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上冊，頁 242。按：藏文

rgya gar 一般指涉「印度」，此處五世達賴喇嘛用以描述來自歐洲的湯若望，應是受漢地

語境浮動的「西天」觀念影響。關於十六、十七世紀「西天」在不同語境下分別指涉印

度、藏地、尼泊爾、麥加、歐洲的現象，見：卓鴻澤，〈正德的番回傾向——大明皇帝對

異族宗教的追求〉，林富士主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

2011），頁 436-437。 
 27 黃明信，《藏曆漫談》（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頁 94。 
 28 黃明信，《西藏的天文曆算》（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100-103；Yongdan, 

“The Translation of European Astronomical Works into Tibetan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pp. 175-198;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From Chongzhen lishu 崇禎曆書 to Tengri-yin udq-
a and Rgya rtsis chen mo,” in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ed. 
Diemberger, Ehrhard, and Kornicki (Leiden: Brill, 2016), pp. 51-71. 

 29 “Go ma bde ba rnams rgya’i yig cha dang bstun / gnam gyi bkod pa dang tshad ’jal ba’i ri mo ’dri 
dgos rnams rgya rtsis pa p’o shi le’u yus sis bris/” Rgya rtsis chen mo, colophon. As cited in: Jo 
Sokhyo, “Topics on the History of Tibetan Astronomy With a Focus on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Eclipse Calculations in the 18th Century”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16), pp. 358-360; 
黃明信、陳久金，《藏曆的原理與實踐》（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頁 571,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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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三十年 (1691) 入欽天監學習曆法，五十三年 (1714) 升任曆科博士，此人長於

數學，曾多次參與清朝官方組織之曆法編纂與地圖測繪任務，據其自述「在永寧

寺及蒙養齋效力九年，在武英殿、中正殿翻譯蒙古、西番兩種曆法」。30 由此可

進一步得知，在康熙五十六年應派前往西藏進行輿圖測繪之前，楚兒沁藏布不僅

擁有駐京達喇嘛的名銜，並極可能學習過西方天文曆算知識，且曾與劉裕錫等欽

天監官員共同參與《西洋新法曆書》藏文本的編譯工作。 

楚兒沁藏布曾學習西方曆算一事，在十八世紀的法文史料中可以得到驗證。

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於一七三五年出版之

《中華帝國及其所屬韃靼地區之地理、歷史、編年、政治與物理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以下簡稱《中華帝國全志》）根據耶穌會士雷孝思 

(Jean-Baptiste Regis, 1663-1738) 的回憶，提到康熙帝在一七○九年派遣赫壽入藏

時即已令其繪製西藏地圖，並在一七一一年將測繪成果交予雷孝思並令其將此部

分西藏地圖與內地直省地圖同定對接。然而該幅西藏地圖以中國傳統繪法製成，

僅標注山川道里，並無經緯度網格，雷孝思因此據稱窒礙難行。31 康熙帝因此在

一七一七年從蒙養齋算學館中挑選曾經學習過幾何學與算術的喇嘛，而此人正是

楚兒沁藏布。《中華帝國全志》稱： 

皇帝被告知從西藏帶回的地圖僅僅標註了在廣大的國土中有哪些城鎮與河

川，為了製作更精確而令他本人滿意的地圖，皇帝挑選了曾在皇三子贊助

下所成立的算學館中學習幾何與算術的兩位喇嘛，32 命喇嘛們自陝西西寧

到達賴喇嘛駐錫之拉薩乃至恒河源頭繪製地圖，並令其取回該河河水。33  

                                                 
 30 秦國經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1997），第 12 卷，頁 191-192。 
 31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4, pp. 459-460; 翁文灝，〈清初測繪地圖考〉，

《地學雜誌》18.3 (1930)：28。 
 32 現見藏、滿、漢文史料均無提及楚兒沁藏布之外另一位喇嘛的姓名。 
 33 法文原文：“L’Empereur ayant été informé que la Carte apportée du Thibet, ne pouvoit servir qu’à 

faire connoître quelles Villes & quelles Rivieres on trouvoit dans sa vaste étendue, prit le dessein 
d’en faire dresser une plus exacte, & dont il eût lieu d’être satisfait. Il choisit pour cela deux Lamas, 
qui avoient appris la Géométrie & l’Arithmétique dans une Académie de Mathématique, établie 
sous la protection de son troisième fils. Il chargea ces Lamas de faire la Carte depuis Si ning de la 
Province de Chen si, jusqu’à Lasa residence du Grand Lama, & de là jusqu’à la source du G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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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的這段記載表明，楚兒沁藏布曾在皇三子胤祉所辦理的蒙養齋算學館中

學習幾何與算術。康熙帝受到耶穌會士影響，希望效法巴黎皇家科學院的制度，

在中國各地進行天文調查，因此在一七一三年集結精通天文、曆算、音韻之學的

文人成立蒙養齋，並令擅長數學的胤祉主其事。34 蒙養齋成立後，胤祉曾多次上

奏康熙帝討論編訂幾何、指對數與平方數等相關數學書籍。35 相對於以傳教士為

主的欽天監，蒙養齋的成員則以與胤祉相善的儒臣為主；此外胤祉本人與蒙藏僧

人又多有過從，36 因此蒙養齋中也邀請了如楚兒沁藏布等通曉藏曆的喇嘛，進一

步研讀西方的幾何學與算術。換句話說，在蒙養齋研讀西方曆算的知識群體中，

不僅有漢人文臣，也有藏地喇嘛，可以說是集合了當時中國通曉漢藏與西方曆算

的頂尖人才。 

三‧欽差畫圖：楚兒沁藏布的藏地測繪與邊疆情蒐 

楚兒沁藏布的主要任務，是對西寧、拉薩乃至於作為恒河發源的岡底斯山進

行實地測繪。雖然漢文官書均記載楚兒沁藏布前往青藏地區進行測繪的時間為康

熙五十六年 (1717)，但實際上更準確地說他是在康熙五十五年 (1716) 年底抵達

西寧，並在塔爾寺會見當時尚未被官方認定的「理塘胡必爾汗」，即後來的七世

達賴喇嘛的格桑嘉措 (bskal bzang rgya mtsho, 1708-1757)。據藏文《七世達賴喇嘛

傳》記載藏曆火猴年 (1716) 十月二十五日：「皇帝的使者亦來獻大批供養，測

算去藏里程長短的達喇嘛及其隨從來了，獻上大供養並甚為禮敬，喇嘛於寢殿再

次接見相談。」37 而這位作為皇帝欽差前去西寧測量去藏里程的達喇嘛，指的正

                                                 
avec ordre de lui apporter de l’eau de ce fleuv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4, p. 
460. 翁文灝將胤祉所辦理的「算學館」(Académie de Mathématique) 誤解成「欽天監」

(Bureau d’Astronomie)，此後學界多因循此說。翁文灝，〈清初測繪地圖考〉，頁 28。 
 34 韓琦，〈格物窮理院與蒙養齋——17、18 世紀之中法科學交流〉，《法國漢學》第 4 輯

（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302-324。 
 35 例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915, 918, 1143, 1158, 1160。 
 36 胤祉與蒙藏喇嘛有所往來，並多次受康熙帝指派安排喇嘛祈雨與誦經等宗教活動，例見中

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585, 596, 642, 674, 720, 1565。關於

胤祉本人與蒙藏佛教界的交往，筆者將另文詳考。 
 37 藏文原文：“gong ma’i mi sna rnams kyis kyang legs ’bul rgya chen phul/ bod las thag ring thung 

gi tshad len mi t’a bla ma ngo g.yog rnams ’byor zhing ’bul ba dang gus zhabs chen po byas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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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楚兒沁藏布。從這段記載也可以看出楚兒沁藏布的政治與宗教身分，使得格桑

嘉措對其禮遇有加，甚至在寢殿再次接見談話。 

僅就測繪技術而言，耶穌會士無疑並不遜於楚兒沁藏布，然而康熙帝之所以

始終不願派西方傳教士入藏進行測繪，背後應有審慎的政治與宗教考量。早在一

七一六年底楚兒沁藏布抵達西寧之前，一七○八年耶穌會士雷孝思與杜德美 

(Pierre Jartoux, 1668-1721) 便曾前往西寧進行實地測繪，當時兩位傳教士請求允

准在拉薩設立教堂，此舉在藏地引起騷動，結果康熙帝震怒，傳教士因而作罷，38 

由此可見清廷對於耶穌會士在藏地傳教的企圖頗為敏感。除了繪圖技術本身外，

由藏地喇嘛所領導的考察團隊，自然比傳教士更為熟悉西藏的自然與人文地理，

更重要的是喇嘛本身的宗教身分無疑能為西藏的測繪工作提供極大的便利，而康

熙帝命楚兒沁藏布採取恒河水一事亦具有相當的佛教意涵。作為皇帝任命的欽

差，入藏的測繪團隊從政治角度理論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應接受地方領袖的禮

拜；然而由於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傳統，入藏欽差與西藏活佛之間的禮節問題成

為一個關鍵的議題。清廷之所以不任命傳教士入藏測繪，而選派具有蘭占巴格西

學位並曾擔任駐京達喇嘛的楚兒沁藏布擔當欽差畫圖的責任，很可能就是考量西

藏當地政教傳統所作出的抉擇。 

除了在塔爾寺與當時的「理塘胡必爾汗」格桑嘉措會面外，楚兒沁藏布也曾

在一七一七年進入拉薩後見到當時拉藏汗所扶植的「波克塔胡必爾汗」益希嘉措 

(ye shes rgya mtsho, 1686-1725?)。《中華帝國全志》記載了楚兒沁藏布與益希嘉

措的會面經歷： 

那位背負著欽差頭銜、作為皇帝特使測繪地圖的喇嘛被問道他如何被達賴

喇嘛對待。他略去難以回答之處，僅僅給了這個回答：「達賴喇嘛並不像

滿蒙王公向皇帝問安時那樣行跪拜，他僅稍微在他的坐墊上挪動了下，搭

著一隻手，像是要起身一般。」39  

                                                 
gzims chung ngu yang bskyar mjal kha zhus par bka’ bsgo yang mdzad//” 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s, Skal bzang rgya mtsho’i rnam thar (Lha sa: 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90), p. 
74; 章嘉‧若必多傑著，蒲文成譯，《七世達賴喇嘛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2006），頁 29。 
 38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4, p. 470. 
 39 法文原文：“On demanda au Lama qui avoit dressé la Carte, comment il avoit été traitté du Grand 

Lama, lui qui avoit la qualité de Kin chai, c’est-à-dire, d’Envoyé de Empereur. Il éluda la difficul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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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兒沁藏布從西寧進入拉薩的時間在一七一七年，當時清廷所承認的「六世達賴

喇嘛」實際上指的是拉藏汗所扶植的益希嘉措。關於楚兒沁藏布拜見益希嘉措的

這段記載，也敏銳地體現出皇權與教權之間的矛盾。如果清廷將耶穌會士作為欽

差派往西藏進行測繪，則達賴喇嘛是否該向代表康熙帝的天主教傳教士行禮，勢

必成為一個尷尬的問題。另一方面，當時青藏地區圍繞著達賴喇嘛轉世所衍生的

複雜政教局勢，亦不適合讓西方傳教士介入。相較之下，作為格魯派教內人士並

熟知藏地情勢的楚兒沁藏布，則通過他的智慧分別圓滿地會見了當時青海諸台吉

所支持的格桑嘉措以及拉藏汗所扶植的益希嘉措，這不能不歸功於康熙帝的知人

善用。 

楚兒沁藏布在西藏的測繪行動，曾遭遇極大的困難。除去當時藏地交通和後

勤補給等種種問題，一七一七年準噶爾進軍西藏的重大變故，更使得楚兒沁藏布

的測繪任務愈加艱險。根據清軍在康熙五十六年 (1717) 八月所獲準噶爾回子阿

都呼里 (Abdulxaliq) 的口供，可知策旺阿喇布坦於康熙五十五年 (1716) 年底派

遣策淩敦多布率兵六千經阿里奇襲衛藏，40 並在康熙五十六年七月與拉藏汗的部

隊產生正面衝突，41 此時楚兒沁藏布正在西藏進行測繪。約在康熙五十六年底至

五十七年初之間，楚兒沁藏布自岡底斯山返回拉薩，隨後從拉藏汗處得知準噶爾

軍隊已經抵達達穆（今當雄），即將進逼拉薩。楚兒沁藏布隨即將相關情況上奏

清廷：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五）大喇嘛芻爾齊木藏布拉木渣木巴奏稱：「我等

自剛諦沙回至拉薩，拉藏告云：策妄阿喇布坦令策零敦多蔔等率兵六千餘

人，至淨科爾庭山內，踞守險要，來與我戰，夜間越嶺而來，復踞住達穆

地方等語。」42  
  

                                                 
& toute sa réponse fut que le Grand Lama ne se mit point à genoux, comme ont accoûtumé de faire 
les Princes, même Tartares, lorsqu’ils s’informent de la santé de l’Empereur; & qu’il se contenta 
en se soûtenant d’une main, de faire sur son coussin un petit mouvment, comme s’il eût voulu se 
lever.”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4, pp. 461-462. 

 40《清聖祖實錄》，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初一，卷二七三，頁 68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

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1229。 
 4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 1258。 
 42《清聖祖實錄》卷二七七，頁 71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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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事態危急，楚兒沁藏布等人決定立刻撤出西藏，《中華帝國全志》根據雷孝

思的回憶，對此有生動的記載： 

繪製地圖的喇嘛勉強脫身；毫無疑問，他們的下場不會比其他人好……在

策妄阿喇布坦部隊進軍的第一聲響起時，我們的地理學喇嘛便加緊完成他

們的工作，當他們甫從恒河源返回時，敵軍便已進入西藏，這迫使他們以

最快的速度脫逃，否則他們可能會走得更遠。他們只好根據鄰近寺院喇嘛

們的記述，以及那些他們在拉薩達賴喇嘛處所發現的回憶錄，來繪製恒河

源流及其流域圖。但他們錯過了一個關鍵點，那就是取得岡底斯山附近的

海拔。43  

由此可見，康熙五十六年 (1717) 下半楚兒沁藏布等人在岡底斯山一帶進行測繪

時，就已經聽聞準噶爾人進軍西藏的消息，隨即加快工作進度以便做好緊急撤出

西藏的打算。由於事出突然，他們只好通過岡底斯山附近寺院喇嘛的描述以及在

拉薩達賴喇嘛該處發現的文獻去繪製恒河源流圖。在倉猝之下，他們遺漏測量岡

底斯山一帶的海拔，這使得後來傳教士在將測量結果匯入《皇輿全覽圖》時遇到

了不小的困難。 

楚兒沁藏布之所以能在康熙五十七年 (1718) 初順利撤離藏地返回內地，與

康區地方寺院的暗中協助有密切的關係。根據現存清代藏文檔案史料，可以得知

楚兒沁藏布在康熙五十七年初從拉薩撤往康區的途中，曾獲得昌都寺以及察雅寺

所提供的援助，清廷也因此在康熙五十八年 (1719) 三月，先後頒發敕冊封四世

察雅活佛洛桑朗傑 (brag g.yab che tshang blo bzang rnam rgyal, 1693-1750)44 與六

世昌都帕巴拉‧濟美丹貝甲措 (’phags pa lha jigs med bstan pa’i rgya mtsho, 1714-

                                                 
 43 法文原文：“Il s’en fallut peu que les Lamas qui ont dressé la Carte, ne fussent pris; sans doute 

qu’ils n’auroient pas mieux été traittez que les autres . . . Au premier bruit de la marche des troupes 
de Tse vang raptan, nos Lamas Géographes se presserent de finir leur Ouvrage; & en effet à peine 
furent-ils revenus de la source du Gange, que l’Armee ennemie entra dans le Thibet, ce qui les 
obligea de se sauver au plus vîte. Sans cela ils auroient pû aller plus loin. Ils se contententerent de 
faire une Carte de la source du Gange, & des pays qu’il enveloppe, sur le rapport des Lamas qui 
demeurent dans les Pagodes voisins, & sur les mémoires qu’ils trouvetent à Lasa chez le grand 
Lama. Mais ils manquerent à un point essentiel, qui étoit de prendre hauteur auprès du mont 
Kentaiss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4, p. 465. 

 44 洛桑朗傑之生平概要參 Blo bzang chos ldan and Pad ma dbang ’dus, eds., Brag g.yab bla dgon 
gyi lo gyus (Chab mdo: chab mdo sa khul chab gros rig gnas lo rgyus dpyad gzhi’i rgyu cha ’tshol 
bsdud u yon lhan khang, 1987), pp. 25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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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45 等地方宗教領袖，以此獎勵其僧眾協助楚兒沁藏布撤離。清廷頒予察雅

以及帕巴拉活佛的敕書抄件今存西藏自治區檔案館。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清廷頒賜察雅活佛洛桑朗傑之藏文敕書曰： 

奉天承運皇帝敕曰：朕為普天之下政教眾生之主，彼奉行利於佛教眾生之

善規，故加恩贈封，以示嘉獎。爾呼畢勒罕羅洛桑朗傑，不僅乃乍丫地方

之名望喇嘛，歷年弘揚佛法，力行講修善規，即身在遠地，亦思朕恩所

眷。爾為朕遣往測量岡底斯地方之使者協助烏拉、宿鋪等善行，甚為可

嘉。今為法號及所屬寺院事，誠心上奏請賞，故賜爾駐錫之寺名為「甘丹

札西曲宗」，賜爾「講習黃教那門漢」之名號及印冊。46  

同年三月十九日，清廷亦頒敕獎勵六世帕巴拉活佛，內稱： 

爾帕巴拉呼畢勒罕丹貝尼瑪，47 不僅乃察木多地方之名望喇嘛，歷年弘揚

佛法，力行講修善規，即身在遠地，亦思朕恩所眷。爾為朕遣往測量岡底

斯地方之使者協助烏拉、宿鋪等善行，甚為可嘉。今為法號及所屬寺院

事，誠心上奏請賞，故賜爾駐錫之寺名為「甘丹強巴林」，賜爾「闡講黃

法額爾德尼那門汗」之名號及印冊。48  
                                                 
 45 濟美丹貝甲措之生平概要參 Byams pa chos grags, Chab mdo byams pa gling gi gdan rabs (Chab 

mdo: chab mdo par ’debs bzo grwa par btab), pp. 330-349. 
 46 藏文原文：“gnam gyi she mong gis da lta yongs gyi bdag po hvang ta’i bka’/ nged nyi ’og gi 

bstan srid spyi’i bdag po yin gshis/ bstan ’gro spyi la nges par phan pa’i lugs bzang gi ’gro ’dug 
byed pa de la/ yid brtse zhing mngon ’dod kyi ming dang las kas bsngags te gzeng bstod sogs 
gang ’phel du gtong bar ’dod/ sku skye blo bzang rnam rgyas khyod bra yag gi sa’i char ming can 
gyi bla ma yin pa dang/ sangs rgyas kyi bstan par brtson pas bshad sgrubs kyi lugs bzang la ’bad 
nas yun ring song ba mtha’i sa char yod kyang ’di nas brtse bas bskyangs pa zhig e yong bsam pas/ 
nged kyi gangs te ser sa tshad len par btang ba’i mi sna tsho la u lA shu pu sogs mthun rkyen tshul 
ldan byas ’dug pa shin tu legs shing/ da lam khyod kyi chos ming dang bdag thob kyi sa cha [sic] 
dgon khag sogs yi ge bris nas skyel bar yongs te cho lo sogs bka’ drin skyang [sic] e yung [sic] 
zhes nges pa’i sems kyi sgo nas zhus pa’i stabs kyis ched gtad kyi skyangs nas khyod kyi ’dug gnas 
dgon par dge ldan bkra shis chos rdzong zhes pa’i ming dang/ khyod rang la zha [sic] ser bstan pa 
bshad sgrubs kyi sgo nas ches cher rgyas par byed pa’i no min han zhes bkur ba’i cho lo ’ja’ sa 
thams ka byin yod//” Rdo rje tshe brtan, ed., Bod gyi yig tshags phyogs bsgrigs (Pe cin: krung go’i 
bod kyi shes rigs dpe skrun khang, 1997), pp. 292-293. 察雅活佛所獲「講習黃教那門漢」之

印，今存昌都地區文化局。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編，《清代西藏地方檔案文獻選編》（北

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7），第 1 冊，頁 7-8；第 2 冊，頁 8。 
 47 此處應為六世帕巴拉正式坐床前使用的名字。 
 48 藏文原文：“ ’phags pa lha’i sku skye bstan pa’i nyi ma khyod chab mdo’i sa bcad ming can gyi 

bla ma yin pa dang/ sangs rgyas kyi bstan par brtson pas bshad sgrub gyi lugs bzang ’bad nas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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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份藏文敕書均提及「朕遣往測量岡底斯地方之使者」(nged kyis gangs te ser sa 

tshad len par btang ba’i mi sna tsho)，實際上指的就是前往測繪岡底斯山的楚兒沁藏

布等人。由此可知，以四世察雅活佛與六世帕巴拉活佛為代表的察雅寺與昌都寺

僧眾，曾對康熙五十七年初楚兒沁藏布的緊急撤退行動提供烏拉差役與後勤支

援，而這也正是清廷首次正式敕封察雅與帕巴拉活佛為諾門罕（藏文 no min han < 

蒙古文 nom-un qaγan，意為法王）的直接原因。 

康熙五十七年 (1718) 初，楚兒沁藏布一路從拉薩經工布一帶（今林芝），

取道察木多（昌都）、乍丫（察雅）、打箭爐（甘孜）等地，最終抵達成都。康

熙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時任四川巡撫年羹堯 (1679-1726) 曾上奏康熙帝彙報當

時清軍從哲蚌寺吸收漢人喇嘛擔任線人以打探西藏情報之事，49 並稱「前奉欽差

於衛藏等處畫圖喇嘛楚爾齊母藏布拉木占木巴等已從打箭爐至成都，現在繪畫

《御覽全圖》，大約六月內可以告竣，齎圖回京」。50 由此可見，楚兒沁藏布所

率領的測繪團隊在康熙五十七年六月抵達成都後並沒有馬上返回北京，而是預計

在成都停留半年，先將調查成果繪畫成圖後再帶回北京。按照這條記載，楚兒沁

藏布應該是在康熙五十八年  (1719) 初以前將其繪製西藏與岡底斯山圖攜往北

京，隨後成為一七一九年《皇輿全覽圖》增訂西藏部分的基礎。楚兒沁藏布所繪

製的地圖手稿，除經由耶穌會士之手匯入《皇輿全覽圖》外，又曾經由內務府謄

繪單獨成圖，如盛京行宮翔鳳閣曾存有「岡底斯圖一張」與「噶斯哈密岡底斯圖

一張」，應是根據楚兒沁藏布的測繪成果改繪而成。51  
                                                 

ring song ba mtha’i sa bcad yod kyang/ ’di nas brtse bas bskyang pa zhig e yong bsam pas/ nged 
kyis gangs te ser sa tshad len par btang ba’i mi sna tsho la u lA shu pu sogs mthun rkyen tshul ldan 
byas ’dug pa shin tu legs shing/ da lam khyod kyi chos ming dang bdag thob kyi sa char dgon khag 
sogs yi ger [sic] bris nas skyel bar yongs te/ cho lo sogs bka’ drin bskyangs e yong zhes nges pa’i 
sems kyi sgo nas zhus pa’i stabs kyis ched gtad kyi bskyangs pa’i khyod gyi ’dug gnas dgon par 
dge ldan byams pa gling zhes pa’i ming dang/ khyod rang la zhwa ser bstan pa ches cher gsal bar 
mdzad pa’i er te ni no mon han zhes bskur ba’i cho lo ’ja’ sa tham ka sbyin//” Rdo rje tshe brtan, 
Bod gyi yig tshags phyogs bsgrigs, p. 290. 帕巴拉活佛所獲「闡講黃法額爾德尼那門汗」之

印，今存昌都寺。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清代西藏地方檔案文獻選編》第 1 冊，頁 8；第

2 冊，頁 8。土呷，〈西藏昌都歷代帕巴拉活佛與中央政府的關係研究〉，《西藏研究》

2016.3：20。 
 49 清代哲蚌寺中曾有一定數量的漢人喇嘛，對此筆者將另文考釋。 
 5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

1985），第 8 冊，頁 167。 
 51《翔鳳閣恭貯器物清冊》（纂成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以後，京都：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

研究科圖書館藏），葉 22-23。 



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 

 -619-

一七一六至一七一八年楚兒沁藏布的進藏測繪行動不僅將西藏乃至於岡底斯

山等地納入清朝地理知識的範圍，同時也為清朝中央政府與察雅、帕巴拉活佛等

康區地方宗教領袖之間的良好關係奠定基礎。就這個角度而言，楚兒沁藏布不僅

是一位具備數理知識的測繪人才，同時也具有突出的政治協商能力。一七一八年

楚兒沁藏布在撤出藏地的同時，曾為溝通清廷與察雅、帕巴拉活佛做出直接貢

獻。不僅如此，一七一九年楚兒沁藏布在成都完成西藏地圖的繪製工作後，備受

清帝器重，並為清廷在拉薩、西安與打箭爐進行一連串的邊疆情報工作。 

康熙五十九年 (1720) 清軍將準噶爾勢力驅逐出藏，並展開護送七世達賴喇

嘛格桑嘉措進入拉薩的重要任務，楚兒沁藏布也在康熙六十一年 (1722) 上半作

為清廷代表重抵拉薩。由於康熙六十年 (1721) 清軍入藏的過程中，領兵的定西

將軍噶爾弼 (?-1727) 稱病滯留瀘定橋，改由隨行的內大臣、喀爾喀鎮國公策旺

諾爾布署理將軍一職，52 楚兒沁藏布受清廷委託將策旺諾爾布署理定西將軍之印

帶往拉薩，並與此時已受清廷正式敕封的格桑嘉措再度相會。藏文《七世達賴喇

嘛傳》曾提及作為清廷欽差的楚兒沁藏布與七世達賴喇嘛的會面情況，如藏曆水

虎年 (1722) 三月前後：「達喇嘛楚兒沁藏布前來給公策旺諾爾布送將軍印，見

面交談甚多……於甘丹頗章大殿賜宴款待達喇嘛楚兒沁藏布等漢蒙諸喇嘛、官員

以及藏地喇嘛、官員。」53  

楚兒沁藏布在康熙六十一年 (1722) 上半抵達拉薩後，曾觀察到駐藏清軍內

部的紀律問題，並以駐藏喇嘛的身分建議清廷自拉薩撤兵。54 楚兒沁藏布的撤兵

提案雖遭到議政大臣反對，康熙帝並令其由西寧返回北京，然而此後清廷不僅沒

                                                 
 52《清實錄》：「四川陝西總督年羹堯疏報：『定西將軍噶爾弼領兵赴藏，行至瀘定橋地

方，患病不能前進』。得旨：『噶爾弼患病，調養尚需時日，其將軍印著齎付公策旺諾爾

布署理』。」《清聖祖實錄》，康熙六十年九月六日，卷二九四，頁 855。 
 53 藏文原文：“gung tshe dbang nor bur tsang jun gyi tham ga skyel bar t’a bla ma tshul khrims bzang 

po ’byor par mjal kha dang gsung gleng mang du gnang/ . . . dga’ ldan pho brang gi tshoms chen du 
t’a bla ma tshul khrims bzang po sogs rgya sog gi bla dpon rnams dang/ bod kyi bla dpon du mar 
gsol ston gnang//” 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s, Skal bzang rgya mtsho’i rnam thar, pp. 162, 164-
165; 章嘉‧若必多傑，《七世達賴喇嘛傳》，頁 65-66。 

 54「（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十九日）議政大臣等議覆四川陝西總督年羹堯疏言：『據西藏駐紮

之喇嘛楚爾齊木臧布及西藏辦事之知府石如金等呈稱：「在藏官兵不睦，因公策旺諾爾布

軟弱，副都統常齡、侍讀學士滿都、員外郎巴特麻等任意生事。」……乃年羹堯聽信喇嘛

及知府微員捏造之語……』得旨：『侍讀學士滿都、員外郎巴特麻與知府石如金、喇嘛楚

爾齊木臧布，俱著由西寧一路前來。』」《清聖祖實錄》卷二九八，頁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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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此失去對楚兒沁藏布的倚重，反而對其更加信任。實際上楚兒沁藏布最終也

沒有如《清實錄》所記載的那樣立刻返回北京，而是一直在拉薩待到一七二三年

初。《七世達賴喇嘛傳》記載藏曆水兔年 (1723) 正月初一，達賴喇嘛設宴款待

滿蒙藏政教界領袖，其中「皇帝欽差達喇嘛楚兒沁藏布」（藏文 gong ma’s mi sna 

t’a bla ma tshul khrims bzang po）名列清廷僧俗代表之首，足見其地位之尊榮；55 

而一直要到同年藏曆正月初五，楚兒沁藏布才在達賴喇嘛的送行下離開拉薩。56  

楚兒沁藏布離開拉薩時，雍正帝已先於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即位，清廷當時

已遣楚兒沁藏布前往西安住持康熙帝敕建之廣仁寺。雍正元年 (1723) 初，雍正

帝復以偵探打箭爐情報事關緊要為由，下令理藩院行文川陝總督年羹堯，以楚兒

沁藏布補駐打箭爐喇嘛缺： 

奉旨：「此事彼等應訪實具奏，此乃無憑據之事，聞小民驚恐胡亂之言而

奏者，實屬大謬。喇嘛羅布桑敦珠，為人糊塗，不能成事。辦理彼處事

務、探聽消息，甚為重要，不可委派如此辦事粗忽之喇嘛。將此喇嘛撤

回，行文總督年羹堯，此缺派駐由藏地前來之喇嘛楚兒沁藏布拉木占巴，

辦理打箭爐事務，探聽消息……楚兒沁藏布之缺，由此處選派喇嘛，駐廣

仁寺，欽此。」欽遵。我院除行文嚴加約束教訓駐打箭爐喇嘛、官員外，

為此行文等語。57  

對此年羹堯則在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呈給雍正帝的滿文奏摺中稱： 

查得，辦理打箭爐事務、探聽消息之事，甚為緊要。所遣喇嘛楚兒沁藏布

者，乃聖主甚熟知人也。楚兒沁藏布已於五月初九抵達西安，令其稍事休

                                                 
 55 藏文文獻裡楚兒沁藏布的「達喇嘛」(t’a bla ma)，即滿文 da lama（首領喇嘛）之音寫。 
 56 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s, Skal bzang rgya mtsho’i rnam thar, pp. 170, 172; 章嘉‧若必多傑，

《七世達賴喇嘛傳》，頁 68-69。 
 57 滿文原文：“hese. ere baita be. ce yargiyalafi wesimbuci acambi. umai temgetu akū baita. buya 

ursei balai fintere gisun be donjifi wesimbuhengge. ambula waka ohobi. lama lobdzang dongjub. 
niyalma hūlhi. baita de ojorakū. tubai baita icihiyara. mejige gairengge oyonggo. ere gese baita de 
foihori lama be tebuci ojorakū. ere lama be amasi gaju. erei oronde. dzungdu niyan geng yaoo de 
bithe unggifi. dzang ci jihe lama ts’ulcim dzangbu ramjamba be unggifi. da jiyan lu i baita be 
icihiyame. mejige be gaime tekini . . . ts’ulcim dzangbu i oronde. ubaci lama sonjofi. guwang žin 
sy de tebume unggi sehebe gingguleme dahafi. meni jurgan ci da jiyan lu de tehe lama hafan de 
ciralame jafatame tacibume bithe unggiheci. ere jalin unggihe sehebi:” 國立故宮博物院，《宮

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28 輯，頁 208-209；季永海、李盤勝、謝志寧譯校，《年羹堯滿漢奏

摺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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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即遣往打箭爐。惟廣仁寺乃聖祖仁皇帝特旨所建之大廟，派似楚兒沁

藏布之喇嘛駐錫，方才合宜。伏祈此間暫罷由京城另擇喇嘛派往，交由楚

兒沁藏布留其屬下一名辦事可靠之德木齊，58 暫代其辦理事務。俟用兵完

竣後，仍舊遣回楚兒沁藏布駐廣仁寺。59  

從這份滿文奏摺中，不難看出雍正帝對於楚兒沁藏布十分信任，除了曾先令他住

持西安廣仁寺，隨後又命其駐紮打箭爐為清廷辦理邊疆事務並收集情報，年羹堯

甚至稱他「乃聖主甚熟知人也」，並對其辦事能力相當肯定。楚兒沁藏布於雍正

元年五月二十日從西安動身前往打箭爐，在離開西安前年羹堯曾向其打聽當時西

藏政局的相關情報。年羹堯在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滿文奏摺中稱： 

喇嘛楚兒沁藏布由西藏回抵西安，五月二十日動身前去打箭爐，其所奏請

安折交臣為其代為轉奏外，微臣詳問楚兒沁藏布西藏之事態與人心如何。

楚兒沁藏布告曰：「今西藏並無事，惟給達賴喇嘛之印，比前達賴喇嘛之

印小。唐古特人皆愚昧無知之人，因為印小，即有敷衍了事之勢。今無計

可施，彼等要私自取用先前元朝時所給達賴喇嘛之印等語。」唐古特之

人，甚為愚昧，不知教化，惟信奉達賴喇嘛。今所給印稍小，彼等即妄加

猜疑，欲復用元朝之舊印者，關係重大。臣之愚見，聖上降旨該部，查出

先前達賴喇嘛印之舊模，即刻復鑄比舊模稍大換給，亦甚易之事。楚兒沁

藏布又告曰：「此達賴喇嘛儀表堂堂，內心亦明白，唐古特人皆希冀其辦

事。然達賴喇嘛惟思其乃出家之人，甚不願管事等語。」臣意，達賴喇嘛

倘能盡心辦事，即令內閣學士鄂賴前去選補第巴，亦不及他。此事聖上降

旨曉諭勉勵達賴喇嘛，誠能照五世達賴喇嘛一樣辦事，則唐古特人傾心相

隨，亦於事大有裨益。60  

                                                 
 58 滿文 demci，借自蒙古文 demči，指寺院中負責庶務行政的喇嘛職位。 
 59 滿文原文：“baicaci. da jiyan lu de baita icihiyara. mejige gairengge. umesi oyonggo. lama 

ts’ulcim dzangbu be unggihengge. enduringge ejen umesi hafu sahabi. ts’ulcim dzangbu. sunja 
biyai ice uyun de si an de isinjiha be dahame. majige dasatabufi. uthai da jiyan lu de unggireci 
tulgiyen. damu guwang žin sy serengge. šengdzu gosin huwangdi cohotoi hesei ilibuha ambakan 
miyoo. ts’ulcim dzangbu i gese lama bahafi tebuci teni acambi. bairengge. ere sidende. ging hecen 
ci encu lama sonjofi unggire be nakafi. ts’ulcim dzangbu de afabufi. ini fejergi akdaci ojoro baita 
icihiyara demci emke bibufi. taka ini funde baita icihiyakini. coohai baita wajiha manggi. an i 
ts’ulcim dzangbu be amasi gajifi guwang žin sy de tubureo:” 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雍正

朝奏摺》第 28 輯，頁 209-210；季永海等，《年羹堯滿漢奏摺譯編》，頁 5。 
 60 滿文原文：“lama ts’ulcim dzangbu. wargi dzang ci amasi si an de isinjifi. sunja biyai orin de jur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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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兒沁藏布由於出身藏地，非常熟悉藏人心態，他向年羹堯指出當時西藏政局兩

大議題。一是七世達賴喇嘛當時所使用的印璽為康熙五十九年 (1720) 清廷所賜

「弘法覺眾第六輩達賴喇嘛之印」，61 這通印璽相比順治九年 (1652) 清廷頒贈五

世達賴喇嘛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呾喇達賴喇嘛之印」62 

不僅形制較小且稱號較為簡略。當時七世達賴喇嘛方面對此似乎略有微詞，宣稱

                                                 
da jiyan lu de genehe. erei weimbure elhe be baire jedz be. amban minde afabufi ulame ini funde 
wesimbuheci tulgiyen: amban bi. ts’ulcim dzangbu de. wargi dzang ni baita arbun. niyalmai gūnin 
adarame be kimcime fonjici. ts’ulcim dzangbu i alarangge. ne wargi dzang de umai baita akū. damu 
dalai lama de buhe doron. nenehe dalai lama i doron ci ajigen. ede tanggūt urse yooni mentuhun 
ulhicun akū niyalma. doron anjigen ojoro jakade. ce ainci ere dalai lama. inu nenehe dalai lama ci 
ajigen ombi dere seme feme gūnime. doron gidafi yabubuha baita be. uthai majige tuwašamliyan i 
arbušara muru bi. te arga akū ce cisui nenehe yuwan gurun i fonde dalai lama de buhe doron be 
tucibufi baitalambi sehebi: tanggūt urse serengge. umesi mentuhun. tacihiyan wen be sarkū. damu 
dalai lama be jukteme dahame yabumbi. te buhe doron majige ajigen turgunde. ce uthai balai 
buhiyeme. yuwan gurun i fe doron be dasame cisui baitalara de isibuhangge. ambula holbobuha 
babi. amban mini gūnin de. enduringge ejen. harangga jurgan de hese wasimbufi. nenehe dalai 
lama i doron fe doron be baicame tucibufi. uthai fe doron ci geli majige ambakan obume dasame 
hungkerebufi halame buci. inu umesi ja i baita. jai ts’ulcim dzangbu i geli alaha bade. ere dalai 
lama. beye umesi fiyangga. dolo inu getuken. tanggūt urse. gemu erei baita icihiyara be ereme 
tuwambi. damu dalai lama. ini beyebe booci tucike niyalma seme gūnime. asuru baita darakū 
sehebi. amban mini gūnin de. dalai lama aika baita be baita obume facihiyašame icihiyaci. asaha i 
bithei da orai genefi. udu sonjome diba sindaha seme inu tede isirakū. erebe ejen. dalai lama de 
ulhibume huwekiyebure hesei bithe unggifi. imbe sunjaci jalan i dalai lama i songkoi baita 
icihiyabume ohode. tanggūt urse gūnin dahambime. baita de inu ambula tusa ombi.” 國立故宮博

物院，《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28 輯，頁 251-253；季永海等，《年羹堯滿漢奏摺譯

編》，頁 7。 
 61 藏文印文為：“bstan pa rgyas shing ’gro ba ’dren pa’i t’a la’i bla ma’i drug pa’i tham ka”，印面

尺寸 10.7 平方公分。陳金鐘，〈中央政府頒授歷代世達賴、班禪之金冊金印〉，《中國藏

學》1996.1：41-42。《七世達賴喇嘛傳》記載了清廷頒發這顆金印給七世達賴喇嘛的相關

細節，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s, Skal bzang rgya mtsho’i rnam thar, pp. 112-113; 章嘉‧若

必多傑，《七世達賴喇嘛傳》，頁 45。「弘法覺眾第六輩達賴喇嘛之印」原始印文被保存

在《內閣大庫檔》中，然而藏文檔案中曾又出現另一封內容相同但字跡相對渙散的印文，

疑為藏地自行翻刻，待詳考。《內閣大庫檔》（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登錄號 166472-001 ； Dieter Schuh,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tibetische Siegelaufschriften 
in ’Phags-pa-Schrift (Sankt Augustin: VGH Wissenschafts verlag, 1981), p. 9.  

 62 藏文印文：“nub phyogs kyi phul byung zhi ba sangs rgyas rgya chen khyon la sangs rgyas bstan 
pa’i mnga’ bdag thams cad mkhyen pa rdo rje ’chang ta la’i bla ma’i tham kha”，印面尺寸 11.2
平方公分。陳金鐘，〈中央政府頒授歷代世達賴、班禪之金冊金印〉，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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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逕用元朝賜予達賴喇嘛舊印。實際上元代時達賴喇嘛轉世系統尚未出現，達賴

喇嘛也就不可能有元代舊印，因此這種說法其實並無確切歷史根據。楚兒沁藏布

之所以這麼向年羹堯說，很可能是通過這種托詞要求清廷比照五世達賴喇嘛的規

格重視七世達賴喇嘛的官方地位。然而清廷方面對此亦從善如流，隨即於雍正元

年六月頒賜給七世達賴喇嘛新的金印，這通新金印的印面尺寸為 11.3 平方公分，

確實如年羹堯所奏「即刻復鑄比舊模稍大換給」，相較 11.2 平方公分的五世達賴

喇嘛金印略大一些。 

除了印章的大小外，楚兒沁藏布曾告知年羹堯七世達賴喇嘛「儀表堂堂，內

心亦明白」，但卻自認為出家人，不甚願意過問政治。有鑒於西藏地方的政教合

一傳統，年羹堯據此上奏雍正帝，希望「聖上降旨曉諭勉勵達賴喇嘛，誠能照五

世達賴喇嘛一樣辦事，則唐古特人傾心相隨，亦於事大有裨益」。這也是為何雍

正帝隨後不僅比照五世達賴喇嘛的封號，重新敕封格桑嘉措且頒發形制更大的金

印，並勉勵達賴喇嘛與噶倫應一同辦理地方政事。63 換句話說，雍正帝在即位之

初之所以立刻以更高的規格重新敕封達賴喇嘛並且鼓勵其與噶倫共同辦理地方政

務，背後實際上是受到楚兒沁藏布所提供的西藏情報影響。由此可見，康熙末年

至雍正初年間，在清朝奏摺制度的運作之下，楚兒沁藏布曾作為中間人溝通「北

京—西安—西寧—拉薩」這條雙向情報線路，對於雍正初年清廷的宗教與邊疆政

策曾發揮過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楚兒沁藏布在雍正元年五月從西安動身前往打箭爐，主要任務是為清廷刺探

邊疆情報並管理打箭爐貿易稅務，此後楚兒沁藏布以「管理打箭爐稅課事務扎薩

克喇嘛」（滿文 da jiyan lu i ba i baita cifun be kadalame icihiyara jasak lama）的身

分數次向雍正帝上奏報告漢藏邊界情報。雍正二年 (1724) 二月二十四日，楚兒

沁藏布上呈一份滿文奏摺，其中提及駐兵防守哈喇烏蘇（那曲）的第巴格隆聽聞

青海羅布桑丹津叛清並將勾結準噶爾策旺阿喇布坦來犯，因此寄送藏文告示發往

康區各地寺院，宣告藏軍已駐紮哈喇烏蘇並準備好與敵人決戰。這份告示被理塘

                                                 
 63 雍正元年 (1723) 六月雍正帝敕諭達賴喇嘛曰：「坐床以來，聞爾勤習經典，極為聰

慧……照前五世達賴喇嘛之例，敕封爾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呾喇達

賴喇嘛，頒給金印冊，重新冊封。爾嗣後須將土伯特地方大事，皆照五世達賴喇嘛之例，

率屬下辦事噶布倫等，共商協辦，則有裨於爾土伯特事務，民亦得以生息。」這封敕諭的

滿文本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珍藏歷世達賴喇嘛檔案薈萃》（北京：宗教文

化出版社，2002），頁 53-55。對應藏文本見：Rdo rje tshe brtan, Bod gyi yig tshags phyogs 
bsgrigs, pp. 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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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布桑傑群培獲得並托人寄給駐紮打箭爐的楚兒沁藏布。這份藏文告示的內容最

終由楚兒沁藏布譯為滿文，寄到雍正帝手中。64 通過這份文書的內容，可以看出

哈喇烏蘇的第巴格隆、理塘堪布桑傑群培與打箭爐扎薩克喇嘛楚兒沁藏布這三位

藏傳佛教僧人，共同構築起了一條「那曲—理塘—打箭爐—北京」的情報線路。 

除了傳遞緊急軍事情報外，楚兒沁藏布所經營的佛教網路在雍正帝即位之初

曾為鞏固內地與康藏交通發揮作用。雍正元年 (1723) 年羹堯曾以協助清軍烏拉

差役為由，請求清廷敕封納樹（今西藏那曲市比如縣）地方宗教領袖。然而當時

清廷因不知道該地喇嘛的名號與寺廟名稱，曾委託楚兒沁藏布進行調查。65 考量

藏地地方宗教領袖對入藏清軍的後勤與交通協助，清廷希望通過頒發敕書與納樹

等地的喇嘛建立正式關係，在這個過程中楚兒沁藏布曾為清廷搜集地方喇嘛的資

訊以便製作敕書。66  

此外，楚兒沁藏布也向清廷報告打箭爐當地的即時狀況。如雍正三年 (1725) 

六月二十三日打箭爐發生重大地震災情，楚兒沁藏布隨即通知四川巡撫王景灝，

王景灝立刻在同年七月初二將楚兒沁藏布回報的消息上奏雍正帝。67 由於打箭爐

位處漢藏交界，不僅是邊疆貿易重鎮也是軍事駐防要點，清廷因此對打箭爐震災

一事十分看重，雍正帝並責成川陝總督岳鍾麒與四川巡撫王景灝妥善賑濟安撫地

方災民。68  

                                                 
 64 第巴格隆滿文為 diba gelung，音寫自藏文 sde pa dge slong；桑傑群培滿文為 sanggiyei 

cuipil，音寫自藏文 sangs rgyas chos ’phel。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28
輯，頁 580-58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

社，1998），上冊，頁 683。 
 65 年羹堯滿文奏摺稱：「因不知嘉樹班噶勒（藏文 rgyal shod phan bkal）之喇嘛羅卜藏堅巴

勒（藏文 blo bzang ’jam dpal）之名、所居地方廟名，諮行管理打箭爐稅課事務扎薩克喇嘛

楚兒沁藏布，令查此名送來。今喇嘛羅卜藏堅巴勒呈文內稱：『我居地方名嘉樹班噶勒，

廟名班噶勒納木加林（藏文 phan bkal rnam rgyal gling），先大軍進入西藏，委我之事均盡

能辦理，並無耽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中冊，頁

1006。 
 66 清廷於雍正二年 (1724) 頒發給嘉樹班噶勒喇嘛羅卜藏堅巴勒的藏文敕書，見：Rdo rje 

tshe brtan, Bod gyi yig tshags phyogs bsgrigs, pp. 479-480. 
 67 王景灝漢文奏摺稱：「雍正三年七月初一日，准管理打箭爐稅課事務扎薩克喇嘛楚爾齊木

藏布拉木展巴、員外郎伊特格爾諮稱：『六月二十三日申時打箭爐地動，將稅務衙門及買

賣人、蠻人住居碉樓、房屋俱行搖塌，壓死宣慰司土司桑結、驛丞俞殿宣、糧務辦事之南

部縣典史徐翀霄，並壓死買賣人等甚多。』」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4 輯，頁 612。 
 68 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4 輯，頁 673-674；第 5 輯，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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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兒沁藏布以打箭爐為核心所經營的邊疆情報系統，其特點在於緊密連接清

朝政府與西藏佛教界，而這也歸功於楚兒沁藏布本人在清廷與西藏甘丹頗章內部

良好的人脈關係。楚兒沁藏布不僅曾擔任過駐京達喇嘛以及清朝欽差等職務，年

羹堯更稱他「乃聖主甚熟知人也」，與雍正帝本人關係匪淺。根據現存清代滿文

檔案，楚兒沁藏布有專摺奏事之權，其所收集之情報可以直達天聽。不僅如此，

如前文考釋，楚兒沁藏布曾於一七一六、一七二二年分別在西寧與拉薩多次會見

七世達賴喇嘛，除了公開的宗教典禮與社交場合外，作為清廷欽差的楚兒沁藏布

曾與達賴喇嘛數次私下長談，兩人在當時應建立起一定的私誼。作為雍正帝心腹

與達賴喇嘛佛友的楚兒沁藏布，也因此成為清廷與西藏甘丹頗章間的情報專線。

雍正五年 (1727) 六月十八日西藏首席噶倫康濟鼐為阿爾布巴等其餘噶倫所殺，

西藏政局為之大變。達賴喇嘛隨即遣密使攜帶一封藏文信件寄往打箭爐，委託楚

兒沁藏布將西藏政變與康濟鼐的死訊急奏清廷。達賴喇嘛寄來的這封藏文書信，

由楚兒沁藏布譯為滿文，連同藏文原信一同上奏，向雍正帝報告康濟鼐被害始末

以及達賴喇嘛本人的立場。69 由此可見楚兒沁藏布以打箭爐為基地所經營的情報

系統具有相當高的層級，能夠直接作為達賴喇嘛與雍正帝之間的溝通管道；而其

所傳達情報內容範圍之廣，不僅包含地方災害、宗教事務以及邊防軍事，更涉及

如雍正五年西藏政變等重大歷史事件，對於清朝邊疆治理的決策過程產生了重大

的影響。 

四‧恒河源流：《皇輿全覽圖》與東西方地理學知識的交匯 

通過考察以上漢、滿、藏、法文等多語種史料，本文重構出楚兒沁藏布的入

藏測繪任務及其經營邊疆情報之實態。而楚兒沁藏布的行動究竟有什麼樣的時代

意義與歷史遺產？通過考察滿、漢文本《皇輿全覽圖》中的地名以及相關史料，

可以發現楚兒沁藏布在西藏的測繪成果，直接促成了康熙五十八年 (1719)《皇輿

全覽圖》西藏部分的增訂出版。康熙《皇輿全覽圖》的編纂始於康熙四十七年 

(1708)，木刻版初成於康熙五十六年  (1717)，但西藏全境及蒙古西部尚未被納

                                                 
 69 七世達賴喇嘛給楚兒沁藏布的秘密信件中稱：「爾等身體皆好？爾等為辦理皇上之公事效

力，吾甚喜悅。吾體安康，現住哲蚌寺學經……六月十八日，以眾噶倫等為首，眾人夥同

殺死康濟鼐。我等甚懼，心中時刻不能平靜，故遣人赴爾處。將此情由，請爾等急奏。」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中冊，頁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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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70 由此看來，康熙五十六年楚兒沁藏布被派往西藏進行測繪，應是為了補足

當時《皇輿全覽圖》西藏部分的缺失。 

據《中華帝國全志》記載，楚兒沁藏布等人在一七一七年入藏測繪的成果被

康熙帝交付給耶穌會士，希望能將西藏的地理資訊納入《皇輿全覽圖》中。耶穌

會士認為這個版本雖然比一七一一年赫壽所繪製的西藏地圖更好，然而其中仍有

錯訛。《中華帝國全志》曰：「但出於對訓練出這些喇嘛的學校的尊敬，傳教士

們僅僅更正那些最明顯而會冒犯御覽的錯誤。傳教士們甚至將拉薩放在北緯三十

度以上，而這正是喇嘛所定的位置，這是考量天文觀測尚不及喇嘛所做的實地丈

量。」71 由此可見，耶穌會士一方面為了避免冒犯胤祉所執掌的蒙養齋算學館，

另一方面考量天文觀測尚不如實地測量，從而在一七一九年增訂《皇輿全覽圖》

西藏部分時，保留了楚兒沁藏布把拉薩 (91°06′E, 29°36′N) 定位在北緯三十度以

北的測繪結果，而這點也體現在《皇輿全覽圖》西藏部分的滿、漢文版本中。 

一九四三年德國學者福華德 (Walter Fuchs, 1902-1979) 曾於北京輔仁大學影

印出版漢文版《康熙皇輿全覽圖》，此版為木刻本，地名注記全為漢文，原有圖

幅三十二張，刊刻時間為康熙五十八年 (1719)。72 此版木刻三十二葉本的繪製時

間與地理範圍，基本體現了楚兒沁藏布一七一七至一七一八年間進藏調查的收

穫，其中《拉藏圖》、《牙魯臧布江圖》、《岡底斯阿林圖》這三份分幅圖便是

直接根據楚兒沁藏布的測繪成果改製而成。如木刻三十二葉漢文本《拉藏圖》中

「拉薩巴」被定位在北京以西 25 度、北緯 30 度 50 分的位置。73  

除木刻三十二葉漢文本外，楚兒沁藏布的測繪成果也反映在康熙五十八年銅

                                                 
 70 馮寶琳，〈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考略〉，《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1：23-24。北京

故宮博物院今存此刻本，圖版見：https://www.dpm.org.cn/ancient/special/143156.html (讀取

2019.02.18)。 
 71 法文原文：“mais par respect pour l’école d’où ces Lamas étoient sortis, ils se contenterent pour 

lors de corriger les plus sensibles, & qui auroient choqué les yeux de l’Empereur. Ils laissèrent 
même Lasa au-dessus du 30e. dégré de latitude, où les Lamas l’avoient mis, ayant plus d’égard à 
la mesure actuelle dont ces Lamas s’étoient servis, qu’à l’observation Astronomiqu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4, p. 460. 

 72 馮寶琳，〈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考略〉，頁 25。 
 73  Walter Fuchs, ed.,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sse (Peking: Fu-Jen Universität, 1943), no.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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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八排四十一幅滿漢兼書本《皇輿全覽圖》中。這個版本的康熙《皇輿全覽

圖》，最早由學者金梁 (1878-1962) 於一九二九年盛京故宮發現後複製出版，題

為《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74 實際上則為康熙《皇輿全覽圖》的一種

版本，並因晚近再版而為學界所熟悉。其中第五排五號內，約在北京以西 25 度、

北緯 30 度 50 分之處，以滿文 “lasa ba”（意為「拉薩地方」）標注拉薩位置。75 

由此可見前述木刻三十二葉漢文本《拉藏圖》中的「拉薩巴」當為漢字音寫滿

文，而無論在木刻三十二葉漢文本抑或銅版八排四十一幅滿漢兼書本《皇輿全覽

圖》中，拉薩皆被定位在東經 91 度、北緯 30 度 50 分。這正如《中華帝國全志》

所言，楚兒沁藏布從西藏所帶回的地圖稿本，將拉薩標在北緯 30 度以北，而傳教

士雖不認可這個測繪結果，但礙於楚兒沁藏布出身的蒙養齋以及背後的胤祉勢

力，因此仍將其納入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 

然而真如《中華帝國全志》等耶穌會士史料所言，楚兒沁藏布本人曾將拉薩

錯誤地定位在北緯 30 度以北嗎？康熙五十八年 (1719) 所完成的木刻三十二葉漢

文本與銅版四十一幅滿漢兼書本的原型基礎，極可能收藏在今日中國第一歷史檔

案館內。根據李孝聰的著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存有兩幅具經緯網的西藏地

圖，其中輿圖 851 號《西藏圖》為漢文注記地名。76 考察現已公布之輿圖 851 號

圖版，77 可以發現這幅墨繪設色的《西藏圖》兼具傳統輿圖水墨山水技法與西方

經緯網格的特徵，而其中水墨山水元素在後來《皇輿全覽圖》的各版定稿中均被

略去，而且其中的地名對音比起後來的木刻本定版更接近藏語讀音。78 由此可以

推測此圖應更為接近楚兒沁藏布的原始繪圖。值得注意的是，在輿圖 851 號中，

拉薩被用紅色方框定位在北京以西 25 度、北緯 29 度 60 分左右的位置，而不若康

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滿漢文定稿將其定位於北緯 30 度 50 分。換言之，很

可能楚兒沁藏布最初上呈的原始測繪結果是將拉薩定在北緯 29 度 60 分，然而在

呈交清廷後內務府在謄繪的過程中發生偏差，以致於傳教士最後從清廷手中獲得

的謄繪本內將拉薩標注在北緯 30 度 50 分。 
  

                                                 
 74 金梁編，《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瀋陽：瀋陽故宮，1929）。 
 75 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第 5 排 5 號。 
 76 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頁 69, 71, 82。 
 77 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頁 82。 
 78 例如輿圖 851號《西藏圖》中標注「呐噶兒則」，即藏文 sna dkar rtse（今稱浪卡子）之音寫，

康熙五十八年木刻本漢文作「那喀拉則河屯」，後者的漢文應是後來經過滿文轉譯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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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在從清廷取得謄繪本後，敏銳地發現拉薩的緯度有所偏差，因此認

為楚兒沁藏布的調查結果有所偏誤，實際上這可能是內務府在謄繪複製地圖時不

熟悉經緯系統所導致的偏差，而非楚兒沁藏布等人測繪技術的問題。無論如何，

耶穌會士為避免與蒙養齋勢力發生矛盾，最終並沒有在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

圖》的木刻與銅版定稿中指出並修正這個錯誤，這也造成《皇輿全覽圖》滿漢文

定稿中將拉薩標注在北緯 30 度 50 分，而作為底稿之一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輿

圖 851 號《西藏圖》卻將拉薩定位在北緯 29 度 60 分的特殊現象。 
雷孝思等耶穌會士在內府謄繪本的基礎上將錯就錯，沒有在《皇輿全覽圖》

定稿中修正拉薩緯度偏北等誤差，此事也隨著《皇輿全覽圖》秘藏大內，終究為

中國學術界所遺忘。相較之下，耶穌會士隨後根據楚兒沁藏布的測繪成果進行修

正並送回歐洲出版，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十八世紀西方的世界地理認知，並激

發了西方地理學界對於喜馬拉雅地區的關注，這個風潮也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 

杜赫德在撰寫《中華帝國全志》時，曾委託法蘭西王家地理學者唐維爾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97-1782) 製作書內地圖。唐維爾根據雷孝

思等在華耶穌會士所寄回之測繪結果進行修正，在一七三三年前後繪成《西藏不

丹總圖》 (Carte Générale du Thibet ou Bout-tan) 一張以及《西藏全圖》 (Carte 

générale de Thibet) 九幅。此系列之西藏與喜馬拉雅地圖在一七三五年《中華帝國

全志》中首次出版，79 隨後又收入一七三七年出版之《中國、中屬韃靼與西藏新

輿圖》(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在西方學界引

起極大反響，直到十九世紀此圖仍是西方學界關於東方地圖學的權威之作。在唐

維爾《西藏全圖》第六號中，拉薩被標注在北京以西 24 度 20 分、北緯 29 度 36

分一帶，80 較雷孝思等人據西寧、打箭爐、麗江三地與拉薩里程距離所推算出的

北京以西 25 度 58 分、北緯 29 度 6 分，又有所修正。81  
                                                 
 79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4, pp. 458-459, 472-473. 
 80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4, pp. 472-473, no. 6;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La Haye: H. Scheurleer, 
1737), no. 6. 

 81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4, p. 460; Étienne Souciet, Observations mathématiques, 
astronomiques, géographiques, chronologiques et physiques, tirées des anciens livres chinois, ou 
faites nouvellement aux Indes et à la Chine, par les Pè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aris: Rollin, 
1729), vol. 1, pp. 139,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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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考訂結果，茲將楚兒沁藏布所測得之原始拉薩緯度，以及隨後的流

傳關係，總結表列如下： 

今日拉薩實測經緯度 

91°06′E, 29°36′N 

經度 

(以北京為基準) 

緯度 

(以赤道為基準) 

史料來源 

楚兒沁藏布測繪之拉薩經

緯度（1717-1718 年間） 

25°00′W 29°60′N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輿圖 851 號82  

清內府謄繪本之拉薩經緯

度（1719 年），其中緯度

出現較大誤差 

25°00′W 30°50′N 康熙五十八年增訂《皇

輿全覽圖》（見附錄一

之圖一、二）83  

雷孝思據清內府謄繪本，

推算修正之拉薩經緯度

（1719 年） 

25°58′W 29°06′N 杜赫德《中華帝國全

志》、蘇西孩《印度中

國志》84  

唐維爾據雷孝思推算數

據，佐以印度耶穌會士之

測繪數據，所校準之拉薩

經緯度（1735 年） 

24°20′W 29°36′N 《 西 藏 全 圖 》 (Carte 

générale de Thibet) 

第 6 號（見附錄一之圖

三）85  

 
  

                                                 
 82 此圖不開放調閱以及複製，本文參考已出版之局部圖版照片，見：李孝聰，〈記康熙《皇

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頁 82。 
 83 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第 5 排 5 號；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sse, no. 13.  

 84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4, p. 460; Souciet, Observations mathématiques, 
astronomiques, géographiques, chronologiques et physiques, tirées des anciens livres chinois, ou 
faites nouvellement aux Indes et à la Chine, par les Pè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vol. 1, pp. 
139, 208. 

 85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4, pp. 472-473, no. 6; Anville,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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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七三七年《中國、中屬韃靼與西藏新輿圖》的出版序文曾直言西藏部分

並非經由傳教士實地調查，而是由中國皇帝派遣人員所測量的結果，這些人員曾

接受過耶穌會士的訓練與指導。86 唐維爾在一七七五年出版之《印度地理古史》

(Antiquité géographique de l’Inde) 中曾自述他對恒河源流的認知，實際上來自於康

熙帝派員所得測繪結果： 

中國皇帝與天子康熙的好奇心，給予了我們關於恒河真正源頭的知識。為

了將西藏添入那張已在耶穌會士操作下完成了的帝國直省以及中原與韃靼

領地地圖，受過數學訓練的人員在他的命令下深入恒河源流之地。他們所

掌握的道路、左右臨近的地區以及固定的里程距離，被詳細記述在那張我

收入卷宗的原始地圖手稿中。由此我們得知，在那座名為岡底斯山的山腳

處為兩條大河的分水嶺，由諸泉水匯成的恒河依序穿越兩個大湖，並且沿

著河道西流直到群山交匯處，這迫使其轉向南方並流往印度。87  

唐維爾關於岡底斯山與恒河起源的這段論述，反映在其繪製《西藏全圖》第八

號，實際上即根據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增訂之《岡底斯阿林圖》。88 通

過比較唐維爾《西藏全圖》與康熙《皇輿全覽圖》，可以發現唐維爾所謂「由諸

泉水匯成的恒河依序穿越兩個大湖」，指的就是岡底斯山南麓的「馬品木達拉鄂

模」（滿文 mapim dalai omo；法文 L. Mapama）與「郎噶鄂模」（滿文 langga 

omo；法文 L. Lanka），而這條跨過兩大湖往西流的河水在圖中被標注為「郎楚

                                                 
 86 Anville,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Avertissement,” p. 2.  
 87 法文原文：“La curiosité de Kan-hi, empereur de la Chine & prince de grand mérite, nous a procuré 

la connoissance de la vraie source du Gange. Voulant joindre le Tibet à ce qu’il avoit fait dresser 
de cartes des provinces de son Empire & pays de sa domination en Tartarie comme en Chine, & 
qu’il devoit aux opérations des Missionnaires Jésuites, des gens instruits dans les mathématiques 
ont par ses ordres pénétré jusqu’aux lieux d’où sort le Gange. La route qu’ils ont tenue, décrite fort 
en détail, avec les pays adjacens de droite & de gauche, est l’objet d’une carte manuscrite originale, 
& de fix pieds de longueur, que je conserve dans le porte-feuille. C’est par-là qu’on a appris, qu’au 
pied des monts nommés Kentaïssé, qui font un point de partage entre le cours de deux grands 
fleuves, le Gange formé de plusieurs sources, traverse succcessivement [sic] deux grands lacs, & 
prend son cours vers le couchant jusqu’à la rencontre d’une chaîne de montagnes, qui l’oblige de 
se replier vers le midi, ce qui lui fait prendre la route qui le conduit dans l’Inde.”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Antiquité géographique de l’Inde: et de plusieurs autres contrées de la 
haute Asie (Paris: L’Imprimerie Royale, 1775), pp. 65-66. 

 88 漢文木刻版題作《岡底斯阿林圖》；現見滿文銅版無題名，對應位置為 5 排 6 號以及 6 排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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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拉」（滿文 langcu bira；法文 Lanctchou R.）。「郎楚必拉」西行後遇山脈阻

擋，隨後在「桑納蘓木多阿產衣巴」（滿文 sangna sumdo acan i ba；法文 Pays de 

Sanké [Somtou Atchan]）轉往南流，唐維爾更是在其地圖此處添上「蒙古文稱恒

河 (Ganga R.)」(Ganga R. qui va dans le Mongol) 等字樣。89  

實際上《皇輿全覽圖》與唐維爾所謂的「馬品木達拉鄂模」與「郎噶鄂

模」，即今日通稱之瑪旁雍錯（藏文 ma pham g.yu mtsho）與拉昂錯（藏文 lag 

ngar mtsho）湖；所謂流經兩湖西行的「郎楚必拉」即象泉河（藏文 glang chen 

gtsang po），並在「桑納蘓木多阿產衣巴」這個地方轉向南方流往印度。《皇輿

全覽圖》漢文本中的「桑納蘓木多阿產衣巴」看似費解，實音寫自滿文本 sangna 

sumdo acan i ba。其中「桑納蘓木多」即藏文 seng ge sum mdo 之音寫，意即「獅

泉河匯流處」；「阿產衣巴」音寫自滿文 acan i ba，意為「交匯之地」。也就是

說，「桑納蘓木多阿產衣巴」此地正是象泉河與獅泉河的匯流處。 

總結以上對康熙五十八年 (1719)《皇輿全覽圖》滿漢文本與一七三三年唐維

爾《西藏全圖》中的對比，可以發現唐維爾對岡底斯山與恒河源頭等地的認知，

基本是繼承了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中關於西藏的增訂部分，而這也正是

楚兒沁藏布等人在一七一六至一七一八年間的實地測繪成果。康熙五十八年《皇

輿全覽圖》中關於岡底斯山、瑪旁雍錯、拉昂錯、孔雀河以及恒河的描繪，及其

對於唐維爾《西藏全圖》的影響，可參照比較本文附錄二之圖四至六。根據《皇

輿全覽圖》與唐維爾《西藏全圖》，象泉河與獅泉河匯流後東行，最終與南行的

孔雀河匯流，一路沿東南方向流入印度即成恒河。這也是為何在《皇輿全覽圖》

西藏部分增訂完成後，康熙帝得以根據楚兒沁藏布等人的探勘結果，於康熙五十

九年 (1720) 十一月的上諭中對廷臣宣稱： 

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巴蔔，90 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皮木達

                                                 
 89  漢文見：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sse, no. 15. 滿文見：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全

圖集》，第 6 排 6 號。法文見：Anville,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Carte générale de Thibet, VIII.” 

 90「郎千喀巴蔔」即藏文 glang chen kha ’bab 之音寫，意為「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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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91 又流入郎噶腦兒，92 兩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93 岡底斯之北，有

山名僧格喀巴蔔，94 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

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95 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蔔山所

出之水會。96 馬卜家喀巴蔔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母

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可克國，97 為岡噶母倫江，98 即佛法

所謂恒河也。99  

康熙帝的這段上諭，基本就是根據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所作的文字描

述，而這也正是他派遣楚兒沁藏布的調查成果。康熙帝的這段上諭遂成為清代中

國對恒河源頭的權威觀點，並隨後為齊召南等漢地考據學者所補充細化。100 另

一方面，康熙這段對「岡噶母倫」（蒙古文 γangγa mӧren）的敘述，亦通過耶穌

會士的轉介，從而使得唐維爾在《西藏全圖》中添入「蒙古文稱恒河  (Ganga 

                                                 
 91「馬皮木達賴」，《皇輿全覽圖》漢文木刻版作「馬品木達拉鄂模」，與滿文銅版中的

mapim dalai omo 對應。「馬皮木」係源自藏文瑪旁雍錯 (Ma pham g.yu mtsho) 之音寫，

「達賴」(dalai) 為蒙古文「海子」，「鄂模」為滿文「湖泊」之意。此湖在今西藏自治區

普蘭縣境內 (30°40′25.68″N, 81°28′07.90″E)，與岡底斯山以及拉昂錯毗鄰，印地語和西文

文獻稱之為 mānasa sarovara。 
 92「郎噶腦兒」，《皇輿全覽圖》漢文木刻版作「郎噶鄂模」，與滿文銅版中的 langga omo

對應，係音寫自藏文拉昂錯 (lag ngar mtsho)。位於今西藏自治區普蘭縣境內 (30°41′31″N, 
81°13′17″E)，東臨瑪旁雍錯。 

 93 所謂「桑南地」，《皇輿全覽圖》漢文木刻版作「桑納蘓木多阿產衣巴」，滿文銅版作

sangna sumdo acan i ba，意為「獅泉河匯流處」，見前文考。 
 94「僧格喀巴蔔」，《皇輿全覽圖》漢文木刻版作「孫格克普巴阿林」。「孫格克普巴」源

自藏文 seng ge kha ’bab，意為「獅子口」；阿林音寫自滿文 alin，意為「山」。 
 95「那克拉蘇母多地」，《皇輿全覽圖》滿文銅版作 “nakra sumdo acan i ba”；唐維爾《西藏

全圖》第七號法文作 “Pays de Nacra (Somtou Atchan)”。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

全圖集》，第 6 排 6 號；Anville,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Carte générale de Thibet, VII.” 所謂「那克拉蘇母多」，意即「那克拉（河）匯流處」，按

《皇輿全覽圖》以及《清實錄》將其視為孔雀河下游處，「那克拉」應指加格拉河 
(Ghāghrā)。 

 96「馬卜家喀巴蔔」，《皇輿全覽圖》漢文木刻版作「馬普加噶巴普阿林」，滿文銅版為

mabgiya k’abab alin。「馬普加噶巴普」即藏文 rma bya kha ’bab之音寫，意為「孔雀口」；

阿林音寫自滿文 alin，意為「山」。 
 97「厄納忒可克」，即蒙古文 enedkeg 之音寫，意為「印度」。 
 98「岡噶母倫」，即蒙古文 γangγa mӧren 之音寫，意為「恒河」。 
 99《清聖祖實錄》卷二九○，頁 819-820。 
100 齊召南，《西藏諸水編》（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頁 89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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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的法文標註。清廷當時關於恒河源流的地理認知與今日的地理知識有一定的

落差，這應是一七一七年準噶爾進軍西藏，楚兒沁藏布的測繪行動受到嚴重影響

而無法完成實地勘察，不得不通過當地僧人口述與藏文文獻彌補所導致。即便如

此，通過楚兒沁藏布所攜回的測繪成果，清廷已經認識到孔雀河（藏文 rma bya 

gtsang po）流入印度成為恒河源流此一重要之地理事實。而此一地理事實又經由

康熙帝上諭的流傳，影響了齊召南與唐維爾等中國以及歐洲學者，進而促成了十

八世紀以降喜馬拉雅地理知識在東西方的傳播。 

就地理學史的角度而言，楚兒沁藏布的歷史地位可說是世界性的。隨著杜赫

德與唐維爾等人的著作的廣為流傳，岡底斯山與恒河源流的具體位置遂成為十八

世紀以降西方地理學界的一大研究熱點。一七七六年法國印度學先驅杜佩隆 

(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 1731-1805) 撰文考訂恒河源流並發表在世

界第一本學術期刊《學者雜誌》(Journal des sçavans) 上，其中大量引用杜赫德與

唐維爾著作中關於康熙派遣喇嘛測繪恒河源頭的描述，並與印度的相關記載進行

比較研究。101 杜佩隆對於楚兒沁藏布調查之恒河位置有所懷疑，一七八四年他

在耶穌會士迪芬泰勒 (Joseph Tieffenthaler, 1710-1785) 所獲波斯文印度地圖的基

礎上出版《恒河與加格拉河道全圖》 (Carte Générale du Cours du Gange et du 

Gagra) 中，認為雷孝思等在華耶穌會士根據楚兒沁藏布調查成果所提供之恒河

位置有誤，102 並刻意另作一分圖將其標明為「錯誤的恒河源頭」(Fausse Source 

du Gange)。 103  在一七八七年《印度歷史與地理》 (Description historique et 

geographique de l’Inde) 中，杜佩隆又比對楚兒沁藏布測繪成果與印度發現之波斯

文地圖，試圖考訂恒河源頭的確切位置。104 此後隨著十八、十九世紀英國在印

                                                 
101 M. Anquetil du Perron, “Observations sur trois Cartes, l’une du cours du Gange,” Le Journal des 

sçavans, Decembre (1776): 804-829.  
102 杜佩隆根據耶穌會士蘇西孩 (Étienne Souciet, 1671-1744) 的記載，得知雷孝思所提供的恒

河座標。Souciet, Observations mathématiques, astronomiques, géographiques, chronologiques 
et physiques, tirées des anciens livres chinois, ou faites nouvellement aux Indes et à la Chine, par 
les Pè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vol. 1, pp. 139, 208. 

103 M. Anquetil du Perron, Carte Generale du Cours du Gange et du Gagra dressee sur les Cartes 
particulieres du P. Tiefentaller, J. Missionaire Apostolique dand l’Inde (Paris, 1784). 圖版見哥

倫 比 亞 大 學 南 亞 學 榮 譽 教 授 Frances W. Pritchett 網 站 ：

http://www.columbia.edu/itc/mealac/pritchett/00maplinks/colonial/anquetilmaps/anquetilmaps.ht
ml (讀取 2019.02.17). 

104 Joseph Tieffenthaller, M. Anquetil du Perron, M. Jaques Rennell, and M. Jean Bernoulli,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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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次大陸的擴張，關於印度的地理學知識愈加蓬勃發展，楚兒沁藏布所測得之

《皇輿全覽圖》西藏部分因涉及恒河的起源問題，更是以「喇嘛地圖」(the lamas’ 

map) 之名廣為西方地理學界所知。十八世紀以降西方地理學者如詹姆士‧貝爾 

(James Bell, 1709-1833)、詹姆士‧雷諾爾  (James Rennell, 1742-1830) 乃至於斯

文‧赫定 (Sven Hedin, 1865-1952) 等人在考察恒河源頭時，都曾經提及、引用著

名的「喇嘛地圖」。105 楚兒沁藏布入藏調查一事，甚至被作為對西藏進行測繪

的起源載入一八九一年《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的西藏條目

中，106 可見當時楚兒沁藏布的測繪行動已被西方學界認定為西藏與喜馬拉雅地

理學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五‧結語 

總結來說，一七一七年楚兒沁藏布的測繪任務以及往後的情報活動，對於清

朝勢力在西藏與喜馬拉雅地區的延伸，曾發揮過重大作用。而他利用大地測量以

及經緯座標所繪製的西藏地圖，不僅填補了清代中國地理認知上的空白，更經由

耶穌會士傳入西方，成為後世西藏與喜馬拉雅地圖的知識起源。就西藏與喜馬拉

雅地理知識的傳播而言，楚兒沁藏布對於十八世紀以降的東西方知識界曾有十分

關鍵的影響。在中國方面，其對岡底斯山以及恒河源流的調查，補充了康熙五十

八年《皇輿全覽圖》，隨後經由康熙帝上諭的流傳，影響了齊召南、戴震以及魏

源等清代考據學者。在西方學界，則通過雷孝思等在華耶穌會士的引介，先後影

響了杜赫德、唐維爾、杜佩隆、貝爾、雷諾爾以及赫定等西方學者。由此可見，

楚兒沁藏布所主持的地圖測繪與情報系統，對十八世紀以降喜馬拉雅地理知識的

流通乃至於歐亞大陸資訊網絡的整合，有相當程度之影響。 

                                                 
Description historique et géographique de l’Inde (Berlin: l’Imprimerie de Pierre Bourdeaux, 
1787), vol. 2, pp. 351-352. 

105 James Bell, Critical Researches in Philology and Geography (Glasgow: J. Brash & Company, 
1824), pp. 102-156; James Rennell, Memoir of a Map of Hindoostan (London: M. Brown, 1785), 
pp. 96-104; Sven Hedin, Southern Tibet: Discoveries in Former Times Compared with My Own 
Researches in 1906-1908 (Stockholm: Lithographic Institute of the General Staff of the Swedish 
Army, 1915), vol. 1, pp. 280-293. 

106 Thomas Spencer Baynes, ed., Th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A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and 
General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M. Sommerville, 1891), vol. 23, p.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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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兒沁藏布對拉薩、岡底斯山等地的測量結果，雖因內務府的謄繪誤差以及

準噶爾進軍西藏等意外事件而產生偏誤；然而楚兒沁藏布在西藏所進行的實地丈

量，無疑是近世對西藏及喜馬拉雅地區進行科學測繪的起點，其調查成果不僅成

為清代中國對西藏地理認知的基礎，隨後亦經由耶穌會士的引介而成為十八世紀

以降西方地理學界對於喜馬拉雅地區的認知起源。從這個角度來說，楚兒沁藏布

的入藏測繪行動不僅是中國歷史發展上之重要事件，也是人類東西方文明智慧交

流的璀璨結晶，直接促成了歐亞地理資訊網的國際整合。 

在一七一六至一七一八年間入藏測繪之前，楚兒沁藏布也曾在一七一三至一

七一五年間在蒙養齋算學館學習歐洲幾何與算學知識並參與《西洋新法曆書》藏

文譯本的校勘工作。由此可見除了地圖測繪外，楚兒沁藏布對於十八世紀漢藏以

及歐洲天文曆算的交流，亦有過一定程度的歷史貢獻。在一七一九年完成《皇輿

全覽圖》增訂西藏部分的實地調查後，楚兒沁藏布不僅沒有消失在歷史舞臺，反

而先後受清廷指派為駐藏喇嘛、廣仁寺住持以及打箭爐稅課事務扎薩克喇嘛，成

為構築十八世紀清朝歐亞資訊網的重要骨幹之一。 

 

 
（本文於民國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收稿；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通過刊登） 

 

 
後記 

拙文寫作期間，曾獲日本國際交流基金 (The Japan Foundation) 日本研究獎

以及日本臺灣交流協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獎資助，先後蒙京都大學中砂明德

教授與九州大學小林亮介教授接待為外國人共同研究員。各節初稿與增訂內

容，曾分別宣讀於二○一九年七月五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舉辦之「文獻、

圖像與田野：第二屆藏學研究新趨工作坊」，二○一九年八月四日京都大學

羽田紀念館召開之「第五屆清朝與內亞國際學術研討會」，二○一九年八月

二十八日「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二○二○年一月二

十四日清邁大學與哈佛燕京學社共同組織之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Frontier and the (Un)Making of China”，席間曾獲諸位師友以及與會人員指

正。拙作之增訂與修改，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以及史語所集刊編委會提供諸

多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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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康熙《皇輿全覽圖》與唐維爾《西藏全圖》中的拉薩圖版 

 
 
 

 

圖一：康熙五十八年增訂《皇輿全覽圖》，木刻三十二葉本，漢文107 

 

 

 

 

 

 

 

                                                 
107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sse, n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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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康熙五十八年增訂《皇輿全覽圖》，銅版八排四十一幅本，滿文108 

 

 

 

 

 

 

 

 

 

                                                 
108 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第 5 排 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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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唐維爾《西藏全圖》(Carte générale de Thibet) 第 6 號，法文109 

  

                                                 
109 Anville,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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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岡底斯山、瑪旁雍錯、拉昂錯、孔雀河與恒河 

 
 
 

 

圖四：康熙五十八年增訂《皇輿全覽圖》，木刻三十二葉本，漢文110 

 

 

 

 

 

 

 

                                                 
110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sse, n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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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康熙五十八年增訂《皇輿全覽圖》，銅版八排四十一幅本，滿文111 

 

 

 

 

 

 

 

 

                                                 
111 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第 6 排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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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唐維爾《西藏全圖》(Carte générale de Thibet) 第 8 號，法文112 

  

                                                 
112 Anville,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n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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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erial Lama Tsultrim Zangpo Rapjampa,  
the Qing Mapping of Tibet, and Global Circulation of 

Geographic Knowledge 

Ling-Wei Ku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By utilizing multi-lingual sources in Chinese, Tibetan, Manchu, and French,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ctivities of Lama Tsultrim Zangpo Rapjampa (Wylie. bla 

ma tshul khrims bzang po rab ’byams pa), who served as the Qing imperial envoy during 

the Kangxi and Yongzheng periods.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sultrim Zangpo had 

studied European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at Mengyangzhai Academy of Mathematics 

and joined the proofreading project of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s Xiyang xinfa lishu (Shixian calendar). Between 1716 and 1718, he conducted 

a cartographical survey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traveled through Xining, Lhasa, and 

Mountain Kailas as an imperial envoy on behalf of the Qing court. Passing through 

Chamdo and Garzê, he finally arrived in Chengdu, where he completed his map of Tibet 

and sent it back to the Qing court. His map not only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update of the Huangyu quanlan tu in 1719, but also promoted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the Himalayas in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1720s, he traveled between 

Lhasa, Xi’an, and Darzedo to manage issues of border intelligence, local taxes, and 

ethnic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 archival research of Tsultrim Zangpo,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Qing China’s cartography of Tibet and intelligence networks directly 

facilitated bo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the Himalaya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asian information network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Keywords: Tsultrim Zangpo Rapjampa (tshul khrims bzang po rab ’byams pa), 

Huangyu quanlan tu of Kangxi (Map of a Complete View of Imperial 

Territories), Mengyangzhai Academy of Mathematics, Mountain Kailas 

and Ganges River, Knowledge of the Himalay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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